報告節略

1、 雙重不課稅（double non-taxation）

造成雙重不課稅之原因，有基於政策上鼓勵對外投資者，例如於租稅協定納入視同已納稅額扣抵規定，居住地國准以扣抵所得來源國為實際繳納之稅額；有基於社會政策之考量者，例如於租稅協定雙方締約國均對殘障退伍軍人之退休金不予課稅；有基於租稅協定本身即容許雙重不課稅者，例如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在他方締約國從事經濟活動未構成有設立常設機構，該他方國即無課稅權，且該居住之一方國亦不能執行其賦予之課稅權，則發生雙重不課稅；若該一方國之居住者於他方國設有常設機構，該他方國本有課稅權，惟該他方國不能執行其課稅權，亦造成雙重不課稅。又租稅協定乃規範締約雙方國之課稅權如何分配，若一方國所賦予之課稅權限於其國內法免稅之規定而無法對其課稅，則他方國依協定無課稅權之情況下，即發生雙重不課稅。

如何避免雙重不課稅，以符合所得至少課一次稅（single tax）之精神，總報告指出可經由以下之方法達成之：

1、 經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以下稱OECD）稅約範本之解釋

其做法包括解釋範本第4(1)條有關界定負納稅義務之人範圍、以核發居住者證明作為適用租稅協定之條件、範本第10、11及12條有關股利、利息及權利金之利益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一詞加以解釋以及第23(1)條有關避免雙重課稅之免稅法或扣抵法之解釋。

2、 經由OECD稅約範本以外之其他特殊雙邊規定避免雙重不課稅

若所得人於居住地國不課稅，一般而言其即不視為居住者，於所得來源國不得享有協定利益，或以其他方式排除於協定之適用範圍。若所得來源國不執行其所分配之課稅權，欲防杜所得之雙重不課稅，改採扣抵法為最佳的方法。另為避免雙重不課稅而納入租稅協定之特別條款所使用之不同名詞，由於使用各種不同語文及名詞之內容係依其前後文而定，為免理解不同，各國應嘗試將其建立之租稅協定網以前後一致之方式處理。

此外避免雙重不課稅的雙邊規定，也會發生程序上問題。例如一方國原先認定其有課稅權，以致他方國不能課稅，但經過爭訟程序確定該一方國無課稅權時，該他方國因已逾核課期間而不能執行其課稅權，反之亦然。即便是來得及於核課期間屆滿前予以更正核定，納稅人有國內、外之來源所得時，而系爭所得僅是其全部所得之一部份，此時不可能對全部所得作最後之核定或不可能確定該人或個體於本國當年度應納之公司所得稅。接著所產生的問題，係於何時或於何種情況下展開複雜的課稅程序。稅額之更正因核課期間屆滿而不再有可能，此時唯有透過相互協議程序始有可能解決。然而大多數國家之國內法未規範更正稅額核課程序，因此不可能經由相互協議達成之。惟有些國家之國內法已針對他方締約國課稅之變動時，仍可就已經核課確定者而加以更正，例如德國、奧地利之國內法。

2、 集團課稅（group taxation）

目前各國實施的集團課稅制度，包括（一）德語體系的Organschaft，係指同一母公司所控制之公司成員，視為該母公司的內部器官，因此其所有成員之利潤或損失皆應歸屬於母公司。（二）北歐國家的集團捐獻制度，允許公司集團成員間之所得移轉(shifting)，公司成員間的利潤及損失可以抵銷。（三）英國、紐西蘭及新加坡實施的集團消除概念，係將某一成員之損失轉移至另一成員，此與集團捐獻制度不同者，係集團間不需移轉利潤。（四）合計模式，為絕大多數實施集團課稅的國家所採行，但合計方式各有不同，最典型的是公司所得在各成員階段各別計算，然後經過調整後在集團階段合計，由母公司代表整個集團負有繳稅之義務。

實施集團課稅的國家決定能否適用的條件有三(a)須為合格的企業體(b)須持股達一定之條件(c)須事先選擇。公司集團通常想達成兩項課稅目標，一個是集團成員間的利潤及損失相互抵銷，另一個是延後承認集團成員間資產移轉發生的利得：

一、集團成員間的利潤及損失相互抵銷

集團課稅運作時得限制其損益之抵銷，以避免其與非集團成員交易產生的虧損作交易，實務上係於新成員加入前產生的損失給予限制，成員脫離時亦有特殊的規定，就子公司而言其限制較母公司更為嚴格。如集團課稅不能解決，或僅係未實施集團課稅之緣故，則公司集團實務上有很多規劃技巧達成損益之相互抵銷。

2、 集團內課稅資產移轉產生的利得得延後處理

有關延後處理之機制各有不同，第一，遞延處理資產之適用範圍不同，有適用於所有資產者，有認為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間資本財的移轉非屬移轉者，有認為資產價值少於一定金額者不適用延後處理。第二，有關所得之計算，多數國家是先從個別公司成員之計算開始，遞延的所得或損失不是留在銷售者就是移轉給購買者。

集團課稅是否適用於跨國集團公司？一般認為侷限在國內居住者個體始給予損失抵銷或遞延處理，乃基於財政收入考量及行政成本。惟例外者是丹麥、法國及義大利之集團課稅，得擴大適用於非居住者子公司。目前有許多國家擴大適用範圍至國外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這特別是從2000年後歐洲國家新的趨勢，以凸顯國內及國外公司無差別待遇問題。

叁、建議

一、加速完成所得稅法之修正，將個人綜合所得稅之課稅範圍修正為屬人兼採屬地主義，以消除外國來源所得於當地國亦不課稅，形成雙重不課稅之現象。

二、現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營運總部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固有其政策上之考量，惟歐美國家為遏止不當之租稅競爭，避免所得課稅過度優惠，常與他國簽訂雙邊租稅協定時納入利益限制條款，導致該項優惠形同虛設，例如我與瑞典之租稅協定之利益限制條款規定，建議該條例於未來實施期滿時，不宜延長實施。類似情形尚有國際金融業務條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依上述我與瑞典之租稅協定利益限制條款規定，我方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授信與瑞方之公司取得之利息，即不能享有優惠之利息扣繳率（10%），形同局部或全部抵銷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所得免稅之優惠，是以該項免稅規定似宜一併檢討其必要性。

三、明確規範集團企業間財產交易之所得或損失，應延至該財產移轉至集團公司以外之企業或個體時一併計算。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雖有連結稅制之規範，惟並無規範母子公司或各聯屬公司之間財產交易之損益計算應遞延至該財產轉移至集團以外之公司時一併計算，為能與國際租稅發展趨勢接軌，建議修正所得稅法予以明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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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2004)年第五十八屆國際財政協會（International Fiscal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IFA）會員大會，於九月四日至九月十日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本次我國參加者除本人以財政部代表身分出席外，另外尚有國際財政協會中華民國總會秘書長曾嘉文及團體會員代表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張五益會計師、許志文會計師及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董麗貞會計師等連袂參加。

IFA為一研究財稅著有聲譽的國際組織，每年舉行的大會係輪由設立於世界各地之分會主辦，例如去年2003年於澳洲雪梨舉辦，明年2005年將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參加之對象包括民間之會計師、律師、公司財稅主管、大學及研究機構之學者及政府機關之財稅主管人員等。每年大會均選定兩個時下最為熱門及較有爭議之國際租稅問題作為討論主題（subject）。

我國申請加入國際財政協會成立中華民國總會以來，每年均積極參與會員大會，透過該活動與各國財稅專家交換意見並吸收各國經驗，作為我國擬定國際租稅政策及簽擬雙邊租稅協定之參考。同時藉由參與該組織之運作，提高我國參與國際事務之能見度，增進與各國之租稅外交。

貳、討論主題簡介

主題一：雙重不課稅（double non-taxation）

分成兩部分：

·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稅約範本（OECD Model Convention）

討論若干國家之稅捐機關實務上得解釋租稅協定規定，以避免雙重不課稅。由於涉及跨國境之交易，納稅人之所得有時在雙方國家均未課稅。租稅協定之功能常排除一方國之課稅，而將課稅權給予他方國，假設該他方國亦不課稅，此種所得自始即完全不課稅。另亦有條件適用發生衝突時，亦導致雙重不課稅之情事，討論小租將針對雙重不課稅如何避免及租稅協定之目的。此外，OECD合夥組織報告有關OECD稅約範本第4(1)條及第23條就各國法律實務實施情形，亦將以該範本之基礎之下討論之。

· 雙邊應課稅條款（bilateral subject-to-tax clauses）

探討各租稅協定所使用的為避免雙重不課稅之各種不同的應課稅條款概念，適用這些規定時，由於概念之不同及欠缺OECD範本條款，似會引起不確定性。應課稅之方法將分析其有效性及效率性，以及與其他類似避免雙重不課稅之方法作比較，同時與應課稅條款有關的程序問題亦將一併考慮。

主題二：集團課稅（group taxation）

討論集團課稅的基本特徵，包括集團成員移出及移入之問題，以及於各國目前實施的各種集團課稅之方法。另討論及評估集團課稅與公司法及公司治理之關係。其分析特別是針對國外企業（寰宇集團課稅）及可能產生的雙重列報損費規定（double digging rules），主要是有關雙重居住者企業。此外引起大家興趣的是於集團課稅下納入設於國外之常設機構及國外公司於國內設立之常設機構，以及個別在租稅協定方面之考量。

第二部分：兩篇主題之總報告

1、 雙重不課稅

1.議題之選擇

近年來國際租稅之規劃持續改進中，納稅人及其諮詢顧問從兩國以上的國內立法之互動產生的課稅漏洞獲取利益，特別是指雙重課稅協定而言。若干所得完全不課稅之情況愈來愈常發生，此種發展目前有賴稽徵機關介入干預，對相關案件常加以嚴格深入之查核。誠如本報告所述，納稅人如顯有進行人為操控之交易達成雙重不課稅之目的者，特別適用該項查核。

因此雙重不課稅之案件已引起特別注意，在若干層面上十分明顯。一方面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漸將雙重不課稅列為重點議題，而且其財政委員會在OECD稅約範本之註釋亦加以說明，該範本第23A(4)甚至明文增訂，確保於某種適用條件發生衝突時至少需課一次稅。而且最近有若干簽定之租稅協定常納入特殊規定以避免雙重不課稅，此規定與OECD稅約範本有所偏離。另一方面，稅捐機關依據OECD稅約範本規定，持續不斷在檢討雙重租稅協定規定之解釋，很多情況下稅捐機關尋求新的解釋方法，期望能確保課一次稅，亦即至少所得課一次稅。

上述問題使得國際財政協會(IFA)十分專注於研究雙重不課稅之問題，IFA各國分會提出的報告及總報告也就集中於本議題有關以OECD稅約範本為本的租稅協定是否贊成、允許或排除雙重不課稅之問題。針對該項研究於解釋租稅協定時所應考慮的目標必須深入加以探究，把焦點放在OECD稅約範本相關規定，朝向執行單一課稅之目標，從政策觀點常令人滿意。然而雙邊租稅協定常與OECD稅約範本有關的關鍵議題不同，此特別是指與有關以避免雙重不課稅為目標的情形。因此就許多雙邊租稅協定所涵蓋的完全不同的課稅條款將加以檢討。

2.避免雙重課稅及雙重不課稅是否為協定解釋的一項目標？

避免雙重不課稅與避免雙重課稅同等重要，事實上簽訂租稅協定的目的在於避免雙重課稅固為吾人所不爭，此可從協定之名稱、序文或相關資料可得知其目標。然而於解釋租稅協定的特定規定時，對避免雙重課稅之目標實際上幫助多大，並不確定。一般而言，吾人認為雙重課稅之存在並非適用租稅協定之先決條件，另一方面租稅協定並不能消除締約雙方國所有重複課稅之情形。

租稅協定僅就其適用範圍內避免重複課稅，其首先包括適用人之範圍，此界定於以OECD稅約範本為本的租稅協定第1.及4(1)條規定：租稅協定適用於具有一方或雙方締約國之居住者，任何人在一方締約國認定負有納稅義務，係指：“依據該國法律規定，因住所、居所、管理處所、設立登記地或其他類似標準負有納稅義務之人…，但人之定義並不包括僅因有一方締約國之來源所得或於該國有資本而負該國納稅義務之人”。一國及其所屬行政機關或地方機關，在任何情況均認定為負有納稅義務。

大多數情形，OECD稅約範本第1.及4(1)條規定之解釋，與雙方締約國無密切關係之納稅義務人，依據該雙方締約國國內法規定，僅就雙方締約國取得之所得負有納稅義務，並不涵蓋於租稅協定適用範圍之人。從歐盟立法的觀點而言，此種了解係有爭議，因為歐盟法院法官所訂的判例法適用條件有關歐盟納稅義務之人，係有定居、提供勞務或為另一歐盟會員國僱用之意願，且不給予差別待遇者。於考量OECD稅約範本第24條常設機構差別待遇規定時，常發生是否准以限制納稅義務之人適用租稅協定問題，然有關租稅協定適用人之範圍亦發生其他之爭議問題，不同國家的學術單位、法院及稅捐機關採取不同認定方法。例如經常被質疑的，就雙重居住者的主要利益中心或管理處所位於第三國者，其處於較弱的居住地國，儘管該國依據其與該第三國之租稅協定通常無權對境外之所得課稅，是否亦仍應適用該協定之問題。類似情形，對於免稅之人如非營利之協會或退休基金是否應列入協定之適用範圍，通常亦不甚明確。

2.1.2.租稅協定適用租稅之防杜雙重課稅

大多數租稅協定規範的稅目，租稅協定所避免之雙重課稅，僅就其涵蓋的稅目為之，因此其處理所得或資本之課稅，甚至在罕見情況係處理遺產及贈與稅。大多數租稅協定簽署時適用的稅目列於第二條，爾後稅法作修正時，租稅協定亦適用於相同或類似的課稅，然而租稅協定並不包括適用租稅以外的雙重課稅之情況。

尤其是稅制有變動時，若租稅協定簽署後實施出境稅(exit tax)於任何情況下認定係屬對所得課稅，或者是否視該出境稅之管理與課征與各自的所得稅有關而定，或者對所得課稅一詞之定義以協定之意義解釋，尚無回歸國內稅法之適用。股利所得之課稅係按股份價值一定百分比課征，不論其是否業已分派，則亦發生究竟是對所得課稅或對資本課稅之問題。租稅協定僅適用於所得之課稅，此會影響協定適用範圍，不然會影響適用的分配規則。

2.1.3.以分配規則及各種方法之條文防杜雙重課稅

若租稅協定均能適用於人及稅目，則應使用協定規定的一種分配規則，若無其他規則之適用，則OECD稅約範本第21條應適用於對所得課稅，22(4)條應適用於對資本課稅。該分配規則通常適用於所得來源國且常限制其課稅權，如所得來源國在適用租稅協定後仍有權課稅，居住地國可藉由方法條文(OECD稅約範本第23條之適用避免雙重課稅。該項規定係參酌相關的分配規則，決定究應適用免稅法或扣抵法。

分配規則之適用可能會引發許多解釋的問題，兩國間如適用不同之分配規則，就會發生重複課稅。其引起的重大爭議將會是何種情況下產生適用資格之衝突，以及在既定的情況下如何解決。此主要視對OECD稅約範本第3(2)條解釋之瞭解而定。如對其規定之瞭解於協定做有利之解釋，則協定雙方國家就有機會對同ㄧ規定朝ㄧ致的途徑解釋，該目標之達成可參考相同存在於兩國稅捐機關及其法院就某ㄧ特定案件有關歷史、制度面及目的論的討論，然此仍不能排除意見之分歧。如OECD稅約範本第3(2)條解釋，締約國適用協定時，得優先適用國內法，就會發生該適用國究為何方締用國之問題，如雙方國均適用該協定，其國內法之不同所作的解釋，其產生的衝突該如何處理，此進而端視該方法條文可否及在何種情況下責成居住地國稅捐機關對所得來源地國稅捐機關之適用條件有處理之義務。

2.1.4.避免經濟上的雙重課稅

以上所舉的雙重課稅範例發生的不確定性，僅考慮雙方締約國發生的雙重課稅係針對相同情況及相同納稅人所為。除此之外，尚有許多經濟上的雙重課稅，例如移轉定價之爭議會使不同公司以及不同納稅人之利潤增加，以OECD稅約範本為準的租稅協定，於該稅約範本第9(1)條允許關係企業間遵循常規交易原則調整利潤及第9(2)條要求於此類案件作相互之調整，僅就此兩者範圍下有其適用。不然，OECD稅約範本會產生經濟上的雙重課稅。

另一種經濟上的雙重課稅係發生於兩國之稅法制度下所得分配給不同之納稅人之情形，如兩者納稅人於不同國家有納稅義務，若無租稅協定提供的救濟之道，會產生各該納稅人相同之所得於不同國家加以課稅，例如ㄧ國如將合夥組織視為一應稅個體，於該國應加以課稅，然另一國卻將合夥組織認屬導管個體，其所得應直接歸屬於合夥人並在該國課稅，則所收取的所得會發生上述雙重課稅的情況。與OECD稅約範本第23條適用範圍有關者，將會發生對合夥組織課稅之稅額可否給與合夥人作扣抵之問題，此可有不同途徑回答該問題。合夥組織與合夥人係不同納稅主體，所以應討論者，係OECD稅約範本第23條是否能有效解決經濟上的雙重課稅。

2.1.5.結論

以上所作之考慮顯示，依據租稅協定可避免雙重課稅之假設，主要具有訓示性的價值。慣例上，就解決特定的解釋議題適用一般性的原則確有不妥，在此所述的所有不確定性，幾乎與租稅協定與其細節規定可否適用的問題有關。然而，租稅協定僅就其適用範圍能防杜雙重課稅，於嘗試建立限制特定解釋議題有關的適用範圍時，其所涵蓋的一般性目標並不能提供充分的協助，如果任何人就參考依據租稅協定具有的避免雙重課稅的一般性目標，該租稅協定是否即可適用於特定的情況問題加以回答，就會構成惡性循環，因為此僅係租稅協定適用範圍內的一種情況，仍需建立針對該個別情況之適用範圍。

2.2.避免雙重不課稅

2.2.1.避免雙重課稅與雙重不課稅是否為ㄧ體之兩面？

最近避免雙重課稅之目標已經逐漸提到有關避免雙重不課稅之目標，此表示避免雙重不課稅之目標必然會從租稅協定避免雙重課稅目標得到逆向的結論，從OECD合夥組織報告明確的一段，其中提到明顯的假定租稅協定可用以避免雙重課稅，同樣的亦有助於避免雙重不課稅，可進一步加深其印象。

本總報告業已作進ㄧ步之考慮，顯示朝向避免雙重課稅之目標需有差別化之方法，以及顯示該目標於解決特定的解釋議題意義十分有限。由此透露出，僅就該項理由就不能一般性的假設租稅協定係以避免雙重不課稅為目標，因此各國報告人提出批評，彼等強調重點不同，指出租稅協定絕非以避免雙重不課稅之觀念為本，且充其量僅有在某些情況下係屬事實，因此以下將依據各國報告人所舉的案例加以區分。

2.2.2.雙重不課稅係因租稅協定提供的法律義務

實務上發現雙邊租稅協定規定ㄧ定金額以下兩國不予課稅，形成完全或部分之雙重不課稅，此特別在發展程度水準不同之兩國所簽署的租稅協定，納入視同已納稅額扣抵或配合之扣抵，為千真萬確之事實。依據這些規定，居住地國在租稅協定下必須按高於所得來源國課徵的稅額給予扣抵，其用意係鼓勵赴所得來源國進行若干投資，此顯然具有經濟政治上的特徵。

OECD財政委員會所作的注解對此規定提出批評，認為須加特別留意。提出的報告證實雙邊實務上這些規定的重要性逐漸降低，有些國家業已完全放棄這些租稅利益，至於其他國家於其所簽定的租稅協定納入亦採十分保留的態度。然而仍有許多國家願意在其新簽定的租稅協定中納入視同稅額扣抵及配合的扣抵規定，或者不願在修正協定磋商時刪除視同已納稅額扣抵。

2.2.3.租稅協定在尋求獲致雙重不課稅

雖然有些視同已納稅額及配合扣抵規定不必然發生雙重不課稅之現象，租稅協定確實有意同意其如此。此係發生在居住地國必須扣抵租稅協定來源地國課徵的最大稅額之情形，縱然這些規定允許來源地國實際課徵的稅額得由居住地國扣抵，然而同時來源地國片面放棄其課稅權，除了納稅人本身外，並未使居住地國獲得任何利益，此與適用扣抵法之範圍情形下不同。

此暫且不提，尚有其他之所以給予雙重不課稅之情形。挪威提出報告顯示，有時容忍所得之雙重不課稅係為了避免所得經濟上之雙重課稅，依據挪威所簽定的租稅協定，支援贊助給付金額不得於他方締約國債務人稅基項下減除，且對於應負挪威納稅義務之所得人亦不須課稅者，則常規定該項給付僅在該他方締約國課稅，其目的係為免該所得在挪威課稅，不然在他方締約國不能減除情況下會發生經濟上的雙重課稅。該報告亦顯示，許多不同國家間簽定的租稅協定有意讓教師、研究人員及學生之所得於任一締約雙方國家不課稅，係為促進雙方知識之交流。例如，基於社會政治目的理由，英國及法國租稅協定規定，因參戰而殘障之退伍軍人領取的退休金，只要所得來源國之國內法規定免稅，居住地國亦給予免稅。許多奧地利簽定的租稅協定，就某些基本生活津貼之給付也採雙重免稅。

此外，有關利息及股利亦有類似規定，特別是來源地國扣繳稅款金額大者之扣除，要求其所得在居住地國亦不予課稅。如果居住地國決定對該所得課稅，是在於他方國扣繳稅額之扣除完全沒有或是金額不大之情況。

以上這些規定，雙方締約國不僅有意容忍，甚至追求該類所得項目無論在何地均不予課稅。雙邊租稅協定係以兩國簽署時適用的與租稅協定相互有關之法律為基礎，產生雙重不課稅之出現。然而雙方締約國迄今並未於租稅協定整合義務性的雙重不課稅，至少雙方國家之任何ㄧ方在國際法層次上保留其課稅權。假如一國決定運用其課稅權，其決定仍屬合法。若另一方締約國想回復其原先不課稅之狀況，必須經由磋商修正該協定。

2.2.4.租稅協定容許雙重不課稅

締約國將某種所得之課稅權在兩國間加以分配，此種情況特別常發生。此種情況下租稅協定只是將兩國之課稅權加以分配，並未規定執行課稅權之義務。報告顯示，ㄧ方締約國未執行課稅權能導致雙重不課稅，慣例上，法院之判決確認此種結果必須接受。

在免稅法及扣抵法（消除重複課稅之方法）適用範圍內，相同會發生此種情形。假定依據分配規則沒有任何與所得來源國有足夠的關聯因素存在，其唯一的課稅權就落入居住地國。例如ㄧ方國在他方國從事經濟活動，但並不足以構成OECD稅約範本第5條所稱的常設機構，即為此種情形，那麼來源國依據OECD稅約範本第7條規定將無課稅權。如果居住地國無論理由為何不能利用其分配之課稅權，將發生雙重不課稅之情況。

在免稅法之適用範圍內，依據來源地國設有常設機構即有權課稅之規則，居住地國除非適用累進免稅法（progression proviso），否則便無權課稅。如果來源地國不能執行租稅協定賦予之課稅權，則將發生雙重不課稅之情事。在某些情況下，免稅法背後所欲達成的就是雙重不課稅之目標，畢竟免稅法適用範圍內，在他方締約國工作或投資者應立於與該他方締約國境內之其他競爭者相同之地位，如果該競爭者在當地不課稅，合乎邏輯之作法係對跨國境之活動應以同樣之處理作法，以免有任何競爭之扭曲。

在扣抵法適用範圍內，即使不能完全排除其適用，發生的情形自然不常有。若來源地國僅具有限之課稅權，例如利息、股利及權利金通常屬於此種情形，則在扣抵法適用範圍內至少會產生局部之不課稅之情形。若所得來源國之課稅權限於一定之百分比，而居住地國不執行協定賦予之課稅權，則其結果形同來源地國降低其課稅權。

納稅人於ㄧ方締約國利用不法行為逃稅，或他方締約國稅捐機關因課稅資料不充分，以致不執行租稅協定賦予之課稅權，或不能充分掌握案情，其造成之雙重不課稅，締約國雙方為免此種情事之發生，常訂定規定加以規範，解決之道係透過租稅協定之資訊交換及相互協助，以及最近透過稅捐之徵收規定達成之。報告顯示，這些規定在租稅協定愈來愈重要，由於租稅協定提供稅捐機關之間相互合作之機會，雙方締約國稅捐機關間也許了解任何ㄧ方解釋租稅協定有關問題可以無庸課稅，以致於稅捐機關感受到再審視其法律觀點之壓力。然而若是雙方締約國稅捐機關同意其雙方之法律解釋，即協定將課稅權賦予兩國之一方國，但依據該一方國之國內法規定卻無法執行該課稅權，而另一方締約國依據租稅協定亦無法課稅，則雙重不課稅之情事即無法避免。

甚至在租稅協定之名稱、序文或其相關資料顯示租稅協定之目的係為避免取巧或濫用，亦可能發生雙重不課稅。英國報告人員引特殊委員會ㄧ項判決指出，若協定之解釋朝向雙重不課稅，儘管其有助於取巧，但有幾國報告的確指出，特定案件之完全之不課稅結果絕非表示協定被取巧或被濫用。因此，澳大利亞聯邦法院於Lamesa控股公司控告澳國國稅局局長乙案中，就澳國與荷蘭租稅協定發布之解釋令，認為租稅協定主要之目的係分配兩國之課稅權，且稅捐機關間之資訊交換係租稅協定之規定，主要係以防杜取巧為目的。

2.2.5.儘管租稅協定未排除雙重不課稅仍尋求獲致該目標

儘管雙方締約國常同意在租稅協定規定有關課稅權之分配用詞，至少簽定當時了解此種作法，兩國之國內稅法係假定租稅協定所賦予之課稅權可實際加以執行為前提。協定雙方國家假定以國際法為基礎所同意之協定規定，不致於導致雙重不課稅，甚至這些協定之用詞係依據OECD稅約範本，亦難以探詢協定諮商者真正之用意。幾乎常無任何證據顯示，租稅協定諮商者確實係因其了解他方締約國無論如何會執行其所賦予之課稅權，因而同意ㄧ特定之規定。若締約國雙方之任何ㄧ方受到國內稅法之規範不能執行協定賦予之課稅權，則締約國所同意的規定將有所不同，但此種情形同樣很難證明之。

若租稅協定與OECD稅約範本不同，其背後呈現之理由或許是基於締約國希望避免租稅漏洞之理由，或許雙方所作之課稅權分配方式，係對付當時可適用的締約雙方國之國內稅法產生的背景，確保在特定情況下免於不課稅，然亦無任何證據顯示，有時完全不同之動機可用來解釋，何以雙邊租稅協定與OECD稅約範本有所偏離。

然而以上情況必須假定締約國雙方承認，其國內稅法制度會有所改變，以致ㄧ方締約國也許事後決定不執行協定賦予之課稅權，若是他方締約國仍依據協定規定不予課稅，就會引發雙重不課稅之情事，此種結果係不牴觸租稅協定之目標與用意。

假若雙方締約國想確保協定未來不會造成雙重不課稅，透過解釋途徑不會達成該目標，而是有賴於協定之修正。以荷蘭所簽的好幾項協定為例，其處理抵押利息係根據適用於不動產之規則，與適用免稅法時居住地國免予課稅有關之規定。所得來源國放棄該非居住者抵押利息之課稅權，荷蘭引發雙重不課稅之情事。為免發生此種結果，若干荷蘭租稅協定事後已作修正。挪威與荷屬安地列斯及有些大英國協會員國簽署的協定，因產生雙重不課稅之情事而終止其雙方簽署之協定。

協定簽署時，就雙方締約國而言確保不發生雙重不課稅，常不認為是重要之事。例如西班牙與奧地利簽署之協定，原先讓所得來源國課徵政府公債之利息，由於所得來源國並未實際對該利息課稅，該利息即完全不課稅。由於經濟關係國際化及特別是外匯自由化，面臨跨國融資活動愈來愈頻繁時，該項租稅漏洞變成該兩國之實際問題，以致於有些西班牙城市及省份甚至在奧地利市場以奧地利幣發行公債。雙方締約國於是決定修正協定，依循OECD規則，將政府公債之利息課稅權賦予居住地國。因此該租稅漏洞於改變課稅權分配後便不再產生，然而就長期而言，雙重不課稅仍無法避免，若居住地國決定不對其居住者課徵其國外利息所得，則會引發雙重不課稅。

2.2.6.租稅協定排除雙重不課稅

如雙方締約國欲排除雙方關係中發生之雙重不課稅，須透過國際法責成彼等得對兩國之任一方任何事項之特定情況加以課稅。然而迄今尚無簽定之租稅協定採取此種作法，所有提出之報告尚無提到將課稅義務納入租稅協定之案例。因此，若雙方締約國於其國內法規範對特定情況不課稅者，此絕非意味有牴觸租稅協定之目標及意旨。

然而有些國家業已達成協議，ㄧ方締約國課稅權之放棄決定於他方締約國是否可實際執行協定所賦予之課稅權，就OECD稅約範本而言，並非屬新觀念。依據扣抵法之規定，扣抵權留給居住地國，係責成其將所得來源國課徵的稅額扣抵之，因此若所得來源國免於課稅，則居住地國允諾其扣抵稅額便無從發生，然而此種情況可確保適用單方面之課稅，誠如報告所說明者，就是此種爭議使得有些國家近年來所簽署的協定適用扣抵法而不用免稅法。

此外，各種不同型態之課稅條款亦以達成排除雙重不課稅為目標。近年來，愈來愈多國家同意有關免稅法適用範圍內之規定，根據該項規定，一方締約國免稅決定於他方締約國是否執行該項租稅協定賦予之課稅權，該項規則將於後面討論其細節，明顯在確保單方面之課稅，然而單方面之拋棄課稅權，在不牴觸協定下，該項規則仍不能防杜雙方締約國雙重不課稅之發生。

2.2.7.結論

租稅協定ㄧ般性意旨絕非用來避免雙重不課稅，而是似無單一的雙重不課稅個案，係由雙邊片面拋棄課稅權所引發而違反租稅協定者。甚至已有一連串被證實的案件，不論是由協定責成雙方國對某種所得適用雙重不課稅，或者至少想要造成此種影響。慣例上，雙方締約國於彼此間對課稅權加以分割，並無責成相互間實際執行課稅權。縱使雙方國家假定其會確實執行協定賦予之課稅權，協定之規定仍容許國內稅制之修正，終致引發所得之不課稅，甚至租稅協定規定不能ㄧ般性的認定可作為避免雙重課稅的手段。其用意僅是課稅權之分配，如此可確保至少雙方締約國之ㄧ方依據協定保有課稅權。然而，有些雙邊之規則係以達成單一課稅為目標，亦即雙方締約國拋棄協定賦予的課稅權者，係以另一方締約國可實際執行協定賦予之課稅權者為前提。

以上顯示大多數的報告者確實懷疑雙重不課稅之目標，有些稅捐機關及OECD合夥組織報告相信，該項目標必須於租稅協定解釋時加以一般性的考量，而且大多數國家的法庭對此表達十分保留之看法，大多數情況所作之陳述指出，以OECD稅約範本為本之租稅協定不得追求引發雙重不課稅之目標，此種推論並無任何特殊意義，畢竟這些協定絕非表示其用意係在排除雙重不課稅。此外，有重大意義者係上述法庭參酌一般性的考慮，並未解決其所呈現的特定解釋議題。甚至許多法庭接受導致雙重課稅之解釋，完全不在意另ㄧ國不課稅(通常為稅捐機關所爭辯者)的情況，或甚至認為其判決才有意義。對於大多數的租稅協定而言，其適用範圍並非有意讓雙方締約國間課稅權之分配結果，使有關之案件依據協定並無一方國可加以課稅。然而有關避免雙重不課稅目標之達成，是否應透過協定層面作協定之解釋，或求助於雙方締約國之ㄧ方國內法並獲得稅捐機關委員會之認可，此並未提供任何線索。畢竟此並未產生雙方締約國必須實際執行協定賦予課稅權之義務，儘管雙重不課稅有時被形容為不可思議，或正如加拿大租稅法庭對Hasumann Estate乙案諷刺描述為嫌惡之事務(anathema)，租稅協定需要較為深入的方法。因此，避免雙重不課稅之目標只有在協定規定之解釋上，能以例示性的表達始能顯出其重要意義。

本於上述理由，以下將選擇OECD稅約範本一些有關是否可達成避免雙重不課稅之目標規定加以檢視。此外，就若干雙邊租稅協定規範的幾種不同的課稅條款，明確可作為避免租稅協定適用時導致雙重不課稅之情事發生，亦ㄧ併加以考慮，這些規定將更詳細加以分析。

3.經由OECD稅約範本解釋避免雙重不課稅

3.1. OECD稅約範本第4(1)條：負納稅義務之人

3.1.1. OECD報告：OECD稅約範本第4(1)條須對某種所得課稅

OECD稅約範本第4(1)條可證明是一項可適合於執行避免雙重不課稅目標的協定規定，該項規定就有關OECD稅約範本第1條為協定之目的界定何謂居住者，以及負納稅義務之人必須具備之條件。為求OECD稅約範本第4(1)條完全適用，近年來OECD工作團隊持續在進行討論協定規定解釋之觀念，表示務必係對某種所得之課稅，此種看法至少表達於1999年OECD合夥組織報告中。其解釋在於確定唯有在他方締約國有實際課稅時，所得來源國始提供免稅。

3.1.2.租稅協定基礎下的免稅

有些國家有以下之看法，其法人或自然人同屬兩國之居住者，例如公司登記地在ㄧ方國，但其公司管理處所在另ㄧ方締約國者屬之，該居住者不能從與居住地國關聯較為薄弱之與第三國簽定的租稅協定獲得利益。此種見解係基於與第三國之租稅協定，依據OECD稅約範本第4(1)條第二句，就所得來源國僅就該項所得或因資本位於該國而負有該國納稅義務之人，即認定為係該國之居住者。租稅協定對同屬兩國居住者身分者，通常係將來自第三國所得之課稅權，賦予與其關係較強之締約國，如此居住地係係較弱之締約國適用其與第三國之租稅協定時不許再課稅，便會發生雙重不課稅，如此考量其實務上即可避免雙重不課稅。

其他國家反對此種作法，其見解為每個租稅協定適用其本身，其出現雙重居住者身分時，其解決規定係將課稅權賦予關係較強之居住地國，但基於其與居住地國簽定的租稅協定目的，其情況不應影響居住地關係較弱之締約國仍具有居住地國之身分。若不同租稅協定規定不同，則該不同租稅協定間交互作用引起所得之雙重或多重不課稅，其可能性特別大，此種可能性已被大家所認同。

3.1.3.國內法客體的免稅

OECD報告顯示，實際課稅很少被認定作為適用OECD稅約範本第4(1)條之條件，甚至大多數國家假定，若特定之案件無需課稅，那麼居住之人可以在所得來源國利用租稅協定之利益，例如遭受損失的情況，或以前年度之損失得扣抵當年度之所得，或所得低於課稅之門檻，或所得屬於適用最低的累進水準按零稅率課徵。假若OECD稅約範本第4(1)條亦適用於該類之案件，則是否居住地國一開始沒課稅，或是課徵的稅僅是征收後即予退還，則必然無關緊要。此兩種情況下，納稅人可自由選擇使用來源國租稅協定之利益，此確實有幾個國家在實務上用此法操作。

然而ㄧ連有好幾個國家實務上所本之假設，係於特定案件中導致不課稅，亦不會改變協定適用之資格。此合乎邏輯，係因精心設計導致不課稅，或此種不課稅是否係由明確之免稅規定所引起，應無關緊要。然而，此種看法不能與OECD合夥組織報告之看法調和，因該報告認為，為求適用OECD稅約範本第4(1)條，須係對所得某種類型之課稅。然而有好幾個國家，顯然其實務上所根據之假設，認為OECD財政委員會觀點與OECD稅約範本用字不ㄧ致。

3.1.4.國內法主體的免稅

有幾國對主體與客體的免稅加以區分：OECD稅約範本第4(1)條允許適用客體的免稅，卻有意排除其主體的免稅規定之適用。有些報告人正確指出，此種區分不甚令人滿意。畢竟此常僅依法律途徑決定其是否該免稅係屬主體或是客體的。例如，就僅取得股利之公司而言，該股利是否為免稅或是是否有規定僅有股利所得之公司完全不課稅，並無任何差別。因此有幾項爭議顯示，若干國家實務上就OECD稅約範本第4(1)條所稱的居住者並不主觀的考慮免稅單位，應屬關鍵性的考慮。

然而若主觀的把免稅單位視為OECD稅約範本第4(1)條所稱的居住者，有幾項爭議顯示，縱使這些構造體（constructuons）於其設籍地或成立地不認為具納稅人身分，亦應認定係屬當地之居住者。根據此種看法，例如合夥組織於其設籍地或成立地認定係屬導管單位（transparency），但卻被取得所得之所得來源國認定係屬課稅個體，仍可享有租稅協定之利益。贊成此種方法之論點，係慣例上其僅仰賴法律上的巧合，即該法律之個體是否ㄧ開始即被認定為納稅人，列入免稅之主體；或者一開始甚至不納入課稅。因此，如果合夥組織ㄧ開始便納入納稅人範圍，然後依據另外規定免於課稅，以致於該合夥組織將所得歸屬於其合夥人時，有些國家看法認為這些合夥組織亦屬居住者身分。個人以為對合夥組織課稅方式不同將產生不一致，只是因為除了合夥組織一開始就不認定其具納稅人身分外，均不得免稅。本報告顯示，實務上大多數國家均不樂意接收此種結果。

3.1.5.結論

本報告顯示每一個居住者國家之稅捐機關對OECD稅約範本第4(1)條之解釋不同，各國提出如何界定居住之人範圍本身就是具挑戰性，若要使用OECD稅約範本第4(1)條作為確保單一課稅之手段，吾人必須假設只有在能實際課到稅的情況下，才有居住之人的存在。然而此種意見僅為少數人接受，對此支持之辯解最不具說服力，因此OECD稅約範本第4(1)條不適合作為實施單一課稅之依據。

3.2.以居住者證明作為適用租稅協定之條件

3.2.1.居住者證明實務上之涵義

OECD稅約範本並未提到，以居住者證明作為適用租稅協定之一般條件，然而居住者證明實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所得來源國之稅捐機關要求向其提出另一締約國居住者證明，以取得租稅協定給予的優惠。藉此作法，稅捐機關將該項決定適用租稅協定條件之工作轉移給納稅人，所得來源國之稅捐機關要求納稅人本身提供其相關證明，而不使用租稅協定資訊交換規定決定所得人是否為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然而提出居住者證明之義務，或許可避免雙重不課稅之情事發生。所得來源國之稅捐機關若要證明納稅人居住者身分，將假設其被要求提供證明，係因該納稅人將取得或業已自他方締約國取得所得。如納稅人未能申報該國外來源所得，則將注意該資訊以及或許考慮作為展開調查程序的一項理由。相反的，此可讓納稅人不致忘記申報他方締約國取得所得來源國之所得。

3.2.2.提示居住者證明文件時該居住者證據可予駁斥嗎？

有些國家稅捐機關對於納稅人提出的納稅證明，傾向於自動給予租稅協定之優惠，完全不考慮所稱的居住者國家稅捐機關所發的證明可能會有錯誤或者沒有正確調查居住者之問題。匈牙利情形就是如此，因此其報告人確切指出，居住者證明僅能作為證據程序上的一個顯示，若有理由相信所得者非屬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儘管發行居住者證明是一項事實，相關的稅捐機關即有權力或甚至強迫不給予所得來源國之租稅協定利益。

3.2.3.若納稅人不能提示居住者證明該不適格之證據可予駁斥嗎？

然而可以觀察到相反的趨勢出現在為數甚多的國家，納稅人無論基於何種理由不能提示他方締約國稅捐機關核發的居住者證明者，即不得享有租稅協定之優惠。此帶有風險的是提示居住者證明形成一個適用租稅協定的額外條件，而該條件並非租稅協定所規定。因此有幾國之報告人確實指出該方法不被允許適用。

3.2.4.居住者證明可為證據之ㄧ種手段

有些國家認為居住者證明只是部分的可能證據，其採取的一種方法係遵守協定之規定。有些具正當性的案件中，稅捐機關得以其不構成證據而駁回。然而類似情形，所得來源國之稅捐機關必須接納納稅人所提示的其他亦能證明他方締約國納稅人居住者證明之證據，如此具備享有租稅協定優惠之適格性。

然而此決定於所得來源國之程序規定，是否所得來源國之稅捐機關強制要求納稅人提示他方國之居住者證明。就稅捐機關必須主動調查納稅義務之情況以及適用租稅協定之條件而論，此亦必須調查是否該納稅人為他方國之居住者。然事實上吾人不要忘了資訊交換之規定(OECD稅約範本第26條)，讓所得來源國之稅捐機關與他方締約國之稅捐機關接觸，若稅捐機關加諸於納稅人對居住地國舉證責任大於國內案件所要求者，便發生此種情況是否與租稅協定之目標與意旨相符之問題。Conseil d’Etat乙案正確指出，國內法之程序規定所作的界定，不應按租稅協定之使用事實上成為不可能之方式處理。吾人亦必須考慮是否涉外案件之差異處理符合OECD稅約範本第24條無差別原則之規定，一方締約國居住之人於他方締約國設有常設機構，若其被強迫盡ㄧ切可能提供居住者證明，相對於該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可能有被歧視待遇之情形。儘管現行的看法於OECD稅約範本第24(3)條規定允許程序上之規定有差異存在，但若導致更多的課稅負擔亦不得適用。無論如何所產生的風險，於歐盟會員國間對於提供他方締約國居住者證明之要求高於同樣在國內情況所作之要求，將違反歐盟自由之原則規定，基於以上之考慮，吾人不應膨脹對納稅人提示有關他方國居住者證明之請求。

吾人不應常高估居住者證明之證據力價值，原因在於稅捐機關在各種截然不同之情況下核發此種證明。法國稅捐機關對於所得人不能有效課稅者通常否准其居住者身分，若於此種情況下，所得來源國要求提示居住者證明，且若無此種證明即不給予租稅協定之優惠，影響所及，依據協定所得來源國可否給予租稅協定之優惠，居住地國課稅就成為ㄧ項要件，因此，若無納入OECD稅約範本第4(1)條提出居住者證明之需要就會成為執行單一課稅原則之手段。

然而即使特定納稅人不需在居住地國繳稅，大多數的稅捐機關亦願意核發居住者證明，有些國家核發居住者證明之對象亦包括非營利協會或退休基金等之免稅機構，譬如阿根廷個別情況，稅捐機關甚至對外國公司所設的常設機構核發居住者證明，此顯示由於核發居住者證明不影響其財政收入，居住地國之稅捐機關核發居住者證明過於慷慨，可能帶來風險。由此案例顯示，告訴所得來源國之稅捐機關不必自動承認他方締約國核發之居住者證明，作為給予租稅協定利益之條件。

反過來，有些國家發現自動需要提供居住者證明，引發了值得注意的法律保護問題。若實務上所得來源國之稅捐機關強迫納稅人取得他方國居住者證明，該納稅人就被要求取得該居住者證明乙事將十分敏感，然而未完成該要求常由於欠缺法律之機制。荷蘭報告人考慮該項規定是否亦適用於延遲提示居住者證明之情況，如居住者證明係經法院判決確定始予核發，未判決前若所得來源國繼續堅持無取得居住者證明便無法適用租稅協定之優惠，從租稅協定之觀點似乎有問題。他方國亦應檢視，若有需要，是否國內法法律保護之機制足以執行居住者證明之核發。

有些國家就核發之證明不僅確認納稅人居住者身分，尚包含額外之資訊。例如荷蘭核發之證明記載，是否ㄧ公司為雙重居住者身分，即公司登記地在荷蘭但其公司管理地在與荷蘭簽訂租稅協定之第三國。其用意係考慮在雙重居住者身分之情況下，適用協定之資格於個別國家之處理方式不同。挪威依法對合夥組織視為導管體，故對其核發特殊的居住者證明。此乃對合夥組織於ㄧ國依法視為導管體但於他方國依法卻視為納稅人觀點不同所作之調整，因而認定為歸屬所得的主體，由於了解到甚至在不同情況下對居住者認定的問題處理方式不同，愛爾蘭稅捐機關提到其核發居住者證明之對象，包括其在該國取得之所得免於課稅之情形。

以下將說明核發居住者證明實務處理不同所產生的問題，有些國家總是在當年度課稅年度結束前核發居住者證明，其他國家要求於所得取得前即可核發居住者證明，使所得發生時即可享有租稅協定之優惠。此真實的發生於韓國某些類型之所得，因此有可能發生的情形是所得來源國要求提示居住者證明，但儘管納稅人為居住者之情況，該居住地國卻不認為有需要核發居住者證明。

3.2.5.結論

各國報告顯示各國實務處理上各有差異，包括居住者證明在來源地國之證據力不一定強，以及居住地國核發居住者證明所採取的方法，從避免雙重不課稅的法律觀點，要求提供居住者證明作為適用租稅協定之條件，似乎有點誇張。大多數情況，此並不必然可確保單一課稅，反而導致協定之機制僅考慮極端困難或一點也不困難之情況。與此形成明顯之對比者，有些國家慷慨核發居住者證明之實務，導致不適用租稅協定條件者亦可租稅協定之優惠，此種情況，儘管有居住者證明之機制，雙重不課稅仍然會發生。

3.3.以解釋“利益所有人”一詞之方法避免雙重不課稅

3.3.1. OECD合夥組織報告提到“利益所有人”一詞之重要性

另ㄧ種避免雙重不課稅之方法，可見於1977 OECD稅約範本有關利息、股利及權利金條文納入“利益所有人”一詞。該相關的協定規定僅適用於股利之收受者亦屬利益之所有人。OECD合夥組織報告內容指出，該利益所有權特別是發生在課稅之國家，其股利之取得者亦為該國之居住者。

3.3.2.個別國家實務處理

各國報告顯示，儘管“利益所有人”一詞解釋各有不同，亦不可能證明利益所有人只能界定為被有效課稅之人。根據有些報告之見解，利益所有人”一詞並無獨立之意義，其僅表達與利息、股利及權利金所得有關，且各該所得易於進行作各種租稅規劃，大多數國家以經濟標準為基礎歸屬所得，並未改變所得歸屬係所得來源國國內立法者之責任。贊成該方法之意見，為何“利益所有人”一詞僅適用於第10、11及12條，而不適用在其他課稅權分配規則，不然就無法解釋。

至於其他看法，“利益所有人”一詞係整合經濟所有權之概念，本法下所得來源國課稅之消除（relief）須僅適用於具經濟所有權之利益所有人，其用意在於一方面避免公司股份、債務及授權之分割，另一方面亦避免股利、利息及權利金之分割。此種見解確實將整合於國內法所理解的利益所有人概念導入租稅協定，惟吾人承認各國簽定的租稅協定所適用的歸屬原則不同。

有幾國報告人指出，利益所有人之適用條件主要係打擊所謂的導管公司否准其適用租稅協定為目標。然而該方法之問題在於，何種情況下可稱為導管（conduit）公司並不明確，因其並非租稅協定法所界定之名詞。此外，是否不准適用扣繳稅額之減免僅適用於典型的濫用或一般的情況，亦不甚清楚。僅就濫用之情況而言，問題發生於該顯然不被許可之行為如何做說明。大部分涉及主觀認定標準，難以界定。

3.3.3.結論

近年來“利益所有人”一詞大部份注意的焦點放在學者法律之論述，常有助於獲得實務上有價值的發展方向，然而就OECD稅約範本第10、11及12條所界定的仍欠缺一致性的瞭解，似乎每個人都同意利益所有權，相對於OECD報告方案有關解決合夥組織適用條件問題，並不適合作為避免雙重不課稅之法律基礎。

3.4. OECD註釋有關OECD稅約範本第23(1)條新解釋之意義

3.4.1. OECD註釋之見解

OECD稅約範本第23條，至少在某些適用條件發生衝突時，可視為另ㄧ項可作為避免雙重不課稅之規定。依此規定，免稅法或扣抵法必須用以避免雙重課稅。依第23(1)條之用字，免稅法或扣抵法必須適用於僅就所得“…依據協定之規定得於另ㄧ方締約國課稅”。自2000年起，OECD註釋指出，該句亦須解釋為與雙重不課稅之可能情況有關。

“若所得來源國考慮協定規定排除某種原應課稅之所得或資本之課稅，居住地國基於適用23A條第1項之目的，考慮該項所得於所得來源國依據協定之規定不予課稅，縱使若該所得於所得來源國被課稅，居住地國會採取適用租稅協定不同之方式加以課稅，因此居住地國依據第一項規定不須對該所得免稅，其結果與23條消除重複課稅之基本功能一致。”

然而OECD註釋僅就協定不同解釋所根據的雙方締約國國內法差異的觀點加以支持，因此其不包括不同協定解釋或不同事實解釋的各種情況。依據OECD財政委員會的看法，OECD稅約範本第23(1)條解釋僅解決雙重不課稅的情況，是發生在所得來源國認定適用的分配規範不同於居住地國所認定者，以及發生在所得來源國適用的分配規則係因其國內適用條件造成的結果所致。是以其依據與協定解釋有關的締約國國內法規訂，必涉及適用OECD稅約範本第3(2)條適用之情況。

3.4.2.個別國家之實務處理

各國報告顯示，依目前觀點，尚未確認有關OECD對OECD稅約範本第23(1)條之看法，是否得到各國之認同。此可從OECD稅約範本第23(1)條之用字找出一項理由，有些報告人懷疑該項規定之用字表達了OECD2000年起所想表達之意義。就“依據協定規定…之課稅”該句話實際包含了參考所得來源國國內實務，常被人提出爭辯。無論如何，該句話不必然表示瞭解OECD自2000年起之真正意義，反而是了解“依據協定規定…之課稅”該句話之意義，在於其決定於居住地國之稅捐機關之判斷與協定無關，或基於對類似於國內法之瞭解，以適用國之身分依據OECD稅約範本第3(2)條規定，是否所得來源國在特定情況下有權課稅。在此背景下，不令人訝異者係有些國家支持OECD註釋2000年起所表達之看法，並未納入於協定範本之用字，因此該看法被認為與此無關。

然而其他意見認為，OECD稅約範本第23條新的註釋，與該範本第23(1)條解釋無關。此看法之著眼點在於，其認定2000年起OECD註釋所支持的意義業於用字時納入，或者OECD註釋作者之用意夠清楚足以取代協定清楚的用字。然而這些作者於問及其對2000年起OECD註釋所支持的看法是否僅與2000年起磋商或簽署的租稅協訂有關，或者亦與先前所簽署的租稅協定有關。各國報告人對此問題之答案亦有不同。有些國家不想多加以辯解，逕以新的註釋用於較老的租稅協定之解釋。與此對立之看法，係認為租稅協定之磋商者係以其磋商或簽署當時其所了解之看法為本，該看法已逐漸為若干法庭及法律專家所接受。

然無論是為了未來之租稅協定，或為了以OECD稅約範本為基礎之所有租稅協定，任何人如決定使用OECD稅約範本註釋所表達之看法，亦將發生其他的問題。OECD稅約範本註釋認為，居住地國僅有在適用條件起源於所得來源國之國內法時，其應受到所得來源國適用條件之拘束。有些報告人指出，其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對OECD稅約範本第23(1)條的用字有所區分，因此與OECD財政委員會意旨相違背者所產生的風險是，OECD稅約範本第23(1)條將允諾所得來源國之適用條件，縱使該項承諾並非起因於原本國內法之規定，而係起源於協定規定不同之解釋或對事實做不同之解釋。

OECD稅約範本註釋所提到的有關兩國間國內法適用條件之衝突與租稅協定不同解釋或事實的不同解釋彼此間適用條件之衝突，其區別係以假定租稅協定所具有的特定意義僅係根據租稅協定作一致之解釋為基礎，此種情況其意義必源自於國內法。其區別應導源於OECD稅約範本第3(2)條規定之解釋，惟其內容確有高度之爭議性。

就本項問題之ㄧ端，吾人發現OECD稅約範本第3(2)條之見解，若某ㄧ項名詞於租稅協定未能清楚界定，總是認為應參酌適用國之國內法。依據此種見解，“除非上下文有其他的要求”此句話幾乎無重要性。至於本問題另ㄧ端所持的見解，亦為總報告人所認同者，係認為適用國之國內法須僅限於“除非上下文有其他的要求”始有其適用，而且協定之上下文總是能提供解決方法，以致幾乎永不需要求助於國內法。以上兩者加以調和之折衷看法，重點放在“要求”這個字，以及做出的結論是當說理特別有說服力時，上下文僅要求其他的事情，不然就需求助於適用國之國內法。甚至本於此種調合之觀點，亦完全不清楚何種情形下說理具有說服力以至於不需藉助國內法。本報告顯示出，對於OECD稅約範本第3(2)條解釋之問題，起今仍未有一致的方法，近幾十年來法院及法律學者一直持有此種看法。然而，由於OECD稅約範本註釋所表達之看法係本於OECD稅約範本第3(2)條，該第3(2)條之不確定性係反映在OECD稅約範本第23(1)條之解釋。

3.4.3.結論

以上所有之考慮顯示，OECD稅約範本第23(1)條並不確定於適用條件發生衝突情況能實際適合作為避免雙重不課稅，各國之看法截然不同。對此我門亦無綜合性的看法，由於學術文獻上看法分歧，吾人認為法院將來勢必做出不同的判決。

3.5. 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的意義

3.5.1. OECD財政委員會建議規範

2000年時，OECD財政委員會於OECD稅約範本第23A條增訂第四項，其規定如下：

“他方締約國適用該協定規定將此種所得或資本免稅，或將此種所得適用第10條或第11條規定者，則第一項規定不應適用於ㄧ方締約國居住者發生的所得或其擁有的資本。”
該項規定之意旨係為避免雙重免稅，其發生乃所得來源國相信其所適用的租稅協定分配規則對該所得完全不用課稅或降低其課稅，而居住地國則認為其須對該所得免稅所致。在此情況下，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免除居住地國應適用23A(1)條免稅之規定，允許其適用國內法應課稅之規定。

該項規定須從OECD財政委員會對OECD稅約範本第23A(1)條立場背景加以瞭解。OECD財政委員會認為，源自於雙方締約國之國內法差異產生的適用條件衝突，其解決之道為居住地國稅捐機關所適用的OECD稅約範本第23A(1)條，強制該規定亦列為所得來源國稅捐機關之適用條件。但OECD財政委員會相信，事實不同解釋或協定之不同解釋造成的適用條件衝突，現行OECD稅約範本第23A(1)條規定所作的新解釋並不能解決其問題，而係需要清楚的規範，且該規範唯有真正成為租稅協定的一部分時才具有效果。

有關最近的該項規定仍有甚多不明確之處，例如，學術上法律之論述亦質疑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是否能有規範性的重要意義，或者換言之，其是否重複已列入OECD稅約範本第23A(1)條。吾人認定第23A(4)條為第23A(1)條之例外規定，然而依據其用字，如居住地國之免稅係因適用OECD稅約範本第8、13(3)或19條規定之分配規則所致，則顯然不能適用。即使所得來源國認為其有權就一定百分比程度課稅，以及即使居住地國認為分配規則可執行，在OECD稅約範本第23A(1)條相互關係下可適用免稅，則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仍應讓居住地國有權課稅。然而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之用字，並未規定所得來源國課徵的稅額應准以扣抵之適用。因此該項規定於居住地國課稅似乎僅能避免部分之課稅，除非該規範之目標及意旨允許其能偏離該用字之解釋，否則透過此方法不能消除重複課稅。另ㄧ個不確定之情況，誠如本報告顯示的，迄今OECD財政委員會對OECD稅約範本第23A(1)條所持的看法，認為尚未發現案例法及學術法律論述有一致之認同。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僅涵蓋適用條件之衝突，適用OECD稅約範本第23A(1)條並不能解決。如明顯的OECD稅約範本第23A(1)條完全不適合解決適用條件之衝突，則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是否可適用於雙方締約國之國內法差異產生的適用條件衝突，或該項規定是否僅涵蓋因事實認定不同或協定規定解釋不同產生的適用條件衝突，仍有令人質疑之處。

3.5.2.各國之實務處理

對於以上問題之解決，本報告僅能提供少數的指引。就目前為止，2000年OECD稅約範本所介紹的第23A(4)條規範，很少出現在雙邊租稅協定實務上。有些報告人指出，2000年起磋商中的或已簽訂或修正的租稅協定，並未納入該項規定，有關於其租稅協定網納入纇似於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規定之國家，這些規定大多數均於2000年以前早就同意列入。

其不願意納入之理由，顯然是因為只有在租稅協定適用免稅法的情況下，OECD稅約範本建議將第23A(4)條納入雙邊租稅協定。OECD財政委員會的建議方案實讓人驚訝，因為租稅協定適用扣抵法時，適用條件衝突產生的雙重免稅亦可能出現，依據OECD稅約範本第8條及第13(3)條規定係屬管理所在地國，依據第十九條規定給付地國有唯一的課稅權，而居住地國必須給予免稅，OECD稅約範本第23B(2)條規定為此而涵括累進免稅規定，卻未規範雙重免稅之規定。適用扣抵法之國家不是自動採納OECD的規定，就是基於其他理由不認為對雙重不課稅有自我保護之需要。

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規定，即使在免稅法之適用範圍內，於雙邊租稅協定實務上並未獲得廣泛的認可，大多數報告人未能說明其理由，因此吾人僅能對此問題作揣測。有可能該項規定至少係因上述所提的不確定性，不認為已經發展成熟到可以納入雙邊租稅協定內容，另外一種原因為德國報告人所指出的，可能是因有些國家的租稅協定實務熟悉已經建立的應課稅的規定，即意圖拘泥於該項規定，以致於無理由採納OECD的建議，尤其是對於雙方締約國，經由不同適用條件達成避免雙重不課稅之目標之規定，確屬事實。或許有些租稅協定磋商者憂慮，由於簽署租稅協定在許多國家必須獲得立法機關之同意，立法委員同意Klaus Vogel之意見，認為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規定有利於稽徵機關而破壞了徵納雙方的平衡。雖然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規定保護締約國稅捐機關稽徵之無效率，以致於造成雙重不課稅，納稅人對稽徵機關無效率造成的雙重不課稅仍無有效之保護方法。即使雙邊租稅協定更常納入仲裁程序規定，但卻未見納入OECD稅約範本中。

3.5.3.結論

OECD稅約範本納入第23A(4)條規定只是近幾年之事，因此確切評估該項規定已經獲得雙邊租稅協定實務之認同，為時猶早。令人驚訝的是截至目前為止各國甚為排斥實施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規定，部分原因歸諸於OECD稅約範本本身僅針對免稅法做出建議，無視於租稅協定亦可能有關於適用扣抵法之規定，另外一種原因可能是認為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規定尚未成熟或未能平衡徵納雙方，許多國家顯然對於為防杜雙重不課稅，儘快採取其他比OECD財政委員會建議的更為優先的方案。

4.以特殊的雙邊規定防杜雙重不課稅

4.1.納入特殊規定防杜雙重不課稅之理由

4.1.1.採取有別於OECD稅約範本防杜雙重不課稅之需要

對於OECD稅約範本所作的考慮顯示出，至少在適用免稅法的適用範圍，不見得能適合解決防杜雙重不課稅。對於OECD稅約範本一般而言在追求防杜雙重不課稅之目標，一直不可能加以證實。儘管有些捐機關或甚至是OECD合夥組織之報告作者相信，OECD稅約範本個別規定解釋能防杜雙重不課稅，各國實務上運用時之分析顯示該項規定理解不同，迄今無法達成共識能追求一致之目標，唯有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規定毫無爭議可防杜雙重不課稅，然而該項規定之背後對於一般性的防杜雙重免稅仍無基本的財政政策決定，反而是惟一僅適用於雙重不課稅之情況，是因為稅捐機關事實認定不同或協定之解釋不同。

OECD稅約範本註釋指出，雙方締約國必須跳脫該範本防杜雙重不課稅之規定：

“偶而雙方締約國會發現，為避免雙重不課稅而對居住地國免稅之絕對義務做出例外規定，即不適用於第三項亦不適用於第四項之規定，尚稱合理。此種情況之發生是指在所得來源國之國內法對特定之所得或資本項目有不課稅之規定，或者是因特殊的情形，例如損失的相互沖抵、處理錯誤或逾核課期間而未能有效徵取稅額。”

在某些情況下，OECD明確指出雙重不課稅發生之風險，因此若有需要，其鼓勵雙方締約國考慮跳脫OECD稅約範本之規定。此主要係針對OECD稅約範本第15(3)條規定，依據該項規定，源自於受僱在船舶或航空器之報酬，其企業有效管理所在地締約國得予課稅。OECD稅約範本註釋指出，有些國家未能利用該項課稅權而造成雙重不課稅，該註釋亦瞭解OECD稅約範本第17(1)條規定發生的風險，即執行相關活動時，如相關國家不執行課稅權。基於這些理由，OECD稅約範本註釋建議，不論是適用扣抵法－該註釋相信仍會產生相同的結果－或給予居住地國附屬之課稅權。有關於OECD稅約範本第13條規定，OECD註釋說明如下：

“由於所有國家對資本利得免予課稅，或許對於避免唯一真正的資本利得雙重課稅，認為是合理的。因此雙方締約國可隨意在雙邊租稅協定中增訂，若一方締約國於其國內法規定必須放棄課稅權時，則他方締約國唯有在協定所賦予的課稅權下才能使用。”

類似情形在OECD稅約範本對於不動產公司處分之利得亦有新的特殊規定：

“由於有些國家的國內法不准第四項規定之利得加以課稅，對於採行免稅法之國家應小心，保證該項規定不致於產生該利得之雙重免稅情事發生，這些國家可期望該利得排除免稅之適用，改為適用扣抵法。”

 OECD註釋亦指出，吾人可對免稅之義務做出例外規定“以達成某種程度之互惠性，使一方國採取免稅法時，他方國則採行扣抵法。”

OECD註釋亦探討居住地國不能課稅之風險，有關OECD稅約範本第10條降低扣繳率之規定，說明如下：“其並未說明是否來源地國消除之規定，應以居住地國股利應予課稅為條件，該問題可於雙方磋商時解決之。”類似情形，亦可見於OECD註釋有關對第11(1)條及第12(1)規定。

4.1.2.適用扣抵法以避免雙重不課稅

OECD註釋確切指出，若來源地國不執行協定賦予之課稅權時，則適用免稅法之範圍內會發生雙重不課稅，而適用扣抵法則有助於避免此種雙重不課稅。因此有些報告人強調，扣抵法構成一種應課稅條款，可特別經常使用之。這些報告人亦證實，若雙邊租稅協定要點已適用扣抵法，雙方締約國認為較無需要實施特殊規定以避免雙重不課稅。

問題是為何同意適用免稅法的國家於某些情況下所得來源國不執行課稅權仍有應課稅條款之規定，畢竟實施免稅法的目的在於確保所得來源國中性的競爭，若所得來源國對某種所得完全不課稅，從此項觀點亦允許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享有雙重不課稅之利益似合乎邏輯，若所得來源國僅對其居住者課稅，而對非居住者免稅，此種考量仍不具說服力，各國顯然利用特殊條款以避免任何達成雙重不課稅目標所作各種情況之考慮。

然而令人質疑者係何以所得來源國不課稅認為有風險之情況下，對相關之所得不改變適用扣抵法，其理由或許是由於適用扣抵法之結果，整體課稅金額至少與居住地國課稅金額一般高。因此若締約國雙方不想對國外所得課稅，而僅對居住地國之國內所得課稅，仍想要避免雙重免稅時，為達成此種與對所得來源國課稅有關之目的，則可訂定特殊條款。於是雙方通常同意甚至所得來源國更少之課稅足以避免居住地國課稅，此或許導致之差異有時難以做客觀之合理說明，若雙方國願意吸收此種結果而不願原則性的轉變適用扣抵法時，則僅有在所得來源國之稅負未達特定水準時，雙方有時會同意改變適用扣抵法。然而若居住地國憂慮所得來源國不予課稅，則為避免雙重不課稅才會考慮扣抵法之適用。其次若所得來源國憂慮居住地國不能課稅，則扣抵法不適於避免雙重不課稅，此種情況下，雙方締約國別無其他選擇，只能另求他途。

4.1.3.個別國家避免雙重不課稅之租稅協定政策

有些國家熟悉將其與所有國家簽定之租稅協定加以整合以防杜雙重不課稅，譬如於協定中納入利益限制條款，此多為美國所採用，不僅如此且亦與居住地國課稅適用扣繳稅額降低有所關聯。德國為另一種例子，其所簽定的租稅協定訂一貫均適用免稅法，其通常同意納入轉換條款(switch- over clause)，一旦所得適用稅率較低或完全不課稅時，即從免稅法轉變為扣抵法。

許多國家似乎無一致的租稅協定政策，即使其所簽定的租稅協定通常納入某些範圍內避免雙重不課稅之規定，此可能有些時候係因協定簽訂雙方國家想導入此種規定，使雙方所建議之用字能作為磋商之起點。例如盧森堡報告人指出，其本國之協定網納入應課稅條款，但並非該國所需要而訂定。有些國家則認為僅有特定國家有需要納入特別條款，因此這些規定係反映協定簽定時有效的特定法律制度。例如，若干先前與南非簽定的租稅協定納入應課稅條款，可以理解的是因其某些領域南非的課稅係採屬地主義。此種特殊規定於近年來被廣泛適用，尤其是對退休金的課稅，由於領取退休金的人流動性大幅增加，彼等經常移居至較佳氣候環境之國家，而此種國家亦制定租稅誘因促使居住地之改變。

4.1.4.結論

適用扣抵法為最佳的防杜雙重不課稅之方法，若所得來源國不予課稅，採行扣抵法能達到最理想的結果，而且該法可使所得來源國放手讓居住地國課稅。為確保達成該目的，此兩國有必要同意納入特殊條款，然而即使所得來源國不能或不願執行所分配之課稅權，雙方締約國亦常採取有別於扣抵法之措施以避免雙重不課稅。

針對防杜雙重不課稅與OECD稅約範本不同之方法，亦常見於協定磋商時一方締約國有效的特定法律制度，以致範本規定十分罕見。協定磋商者所設計之規定常視個案情況而定，因而即使其內容相同，其用字常有不同，使得這些規定解釋上自相當困難。

4.2.各國簽訂租稅協定防杜雙重不課稅所採取的概念

4.2.1.各種不同概念

就租稅協定為達成避免雙重不課稅目標所納入的特定規定，各國報告有各式各樣的範例。總報告的任務不能ㄧ再重複不同規定之用字，想了解更多資料，請參閱各國報告。何況，不同之雙邊規定差異大到不能作細部分類。

無論如何各國之雙邊規定，有些是特別的或是唯一的專注於源自於所得來源國不能履行其課稅權導致的雙重不課稅，有些則是針對源自於為防杜居住地國不課稅造成的雙重不課稅或降低課稅，基本上彼此間有所不同。若所得來源國不能履行其課稅權，雙重不課稅亦可經由改採扣抵法加以防避。就租稅協定有關境內居住者選擇適用扣抵法之國家採取上述方式作法皆能避免雙重不課稅，然而若居住地國不執行其課稅權，則無論是適用扣抵法或是是免稅法，均會扭曲兩國簽訂租稅協定所根據的平衡，因此在此兩種情況下常需要特殊的雙邊規定。

4.2.2.居住地國之免稅視所得來源國之課稅而定

依據租稅協定所同意的一系列規定，其免稅決定於所得來源國是否確實課稅，其協議內容為若所得在他方國課稅，則視該所得源自於該他方國；若該所得於該他方國不課稅，則該所得不視為源自於該他方國。居住地國保有課稅權，不然其對源自於他方國之所得必須免稅。在某些情況下，即為ㄧ般性的假定唯有在他方國課稅時才認定該所得在該他方國發生，至於其他情況若某ㄧ活動於他方國課稅，則僅認定該活動於該他方國執行。

至於租稅協定選擇適用之方法，係於居住地國對某種所得免稅，但如所得來源國不能執行其所分配之課稅權時，居住地國仍有正當之課稅權，有若干租稅協定就政府部門之若干報酬或船舶僱傭受薪之所得適用該項規定，至於其他租稅協定普遍適用該項規定。

4.2.3.所得來源國適用租稅協定視居住地國之課稅而定

依據若干租稅協定之規定，所得來源國適用租稅協定決定於居住地國是否確實課稅，其處理之方法有所不同，有些租稅協定例如瑞士與挪威所簽訂者，與居住者身分有所關聯，若對於一般應課徵所得稅之所得，其所得人在居住地國無需課稅，則該人依協定之定義不視為居住者，否則即為居住者，因此這些人即不能享受協定所給予之利益。

有些租稅協定列舉出得適用雙方締約國租稅利益之個體，以致於這些個體不為租稅協定適用範圍所涵蓋，影響所及這些個體不能享有他方國扣繳稅額降低之利益。若干與盧森堡所簽定之租稅協定，依據1929年法律規定，排除特定公司不能適用租稅協定。至於其他租稅協定則明定，有些課稅區之公司不能適用租稅協定。

有些租稅協定對若干所得賦予居住地國課稅權，但有例外之規定。若居住地國不能運用其稽徵權，所得來源國可取得其課稅權。依據這些租稅協定，雙重不課稅之原因無攸關性。若居住地國違反其國內法規定未能執行其課稅權，則課稅權回到所得來源國。

北歐多邊租稅協定有不同之規定，其規定居住地國就自僱或他僱受薪之所得有唯一之課稅權，然若受限於國內稅法之規定不能執行課稅權，則他方國即有課稅權，依據該項規定，居住地國不課稅之原因顯然是攸關之因素。儘管居住地國國內法有課稅之規定，或納稅人逃避居住地國課稅，若居住地國之疏忽導致沒有課稅，則課稅權不會回到他方國。

若干租稅協定包含實際匯回課稅之規定，有些國家之某些種類之國外所得之課稅，視該所得是否已經匯回居住地國而定。與這些國家簽定之租稅協定大多數規定，於所得匯回居住地國時，才能給予所得來源國協定利益。英國、愛爾蘭、以色列、日本、馬來西亞、馬爾他、新加坡、泰國、巴貝多及其他國家所簽定之若干租稅協定納入此項規定。

此外尚有一系列之租稅協定規定，所得來源國股利及利息規定，有時候為權利金規定之適用，視居住地國是否課稅而定。有些租稅協定，例如一些荷蘭簽訂者，這些規定特別與國際組織及其官員有關，這些國家採納OECD稅約範本註釋之建議，一旦居住地國完全不課稅時，即試圖避免所得來源國降低課稅。

若干特定之租稅協定專注於特別的裝置，例如居住地國之改變：資本利得於所有國家均不納入課稅。居住地國改變之目的也許是為了避免前居住地國依據協定加以課稅，而新的居住地國依據其國內法規定不得執行其課稅權。因此，若干租稅協定於有限的期間內，如新的居住地國對資本利得不課稅時，則將資本利得之課稅權讓給前居住地國-即指目前之所得來源國。

有些租稅協定對於退休金及類似的給付納入類似之規定，這些國家所面臨的難題視員工想要在另一個國家渡過其退休後生活，因為該國給予其特殊利益以鼓勵該領取退休金者移入。依據OECD稅約範本有關退休金之規定，居住地國有唯一之課稅權，有關協定之規定，居住地國租稅利益會引發雙重不課稅之情事。未免此種不利影響，有些租稅協定例如荷蘭與比利時、美國或葡萄牙簽定之協定，規定若居住地國不能充分或完全不運用其課稅權者，其課稅權即回到所得來源國。雙重課稅之消除係由所得來源國之稅額向下扣抵居住地國之稅額，也就是適用與OECD稅約範本建議之方法恰好相反。如同荷蘭與美國之報告人所指出的，若居住地國國內稅法規定國外稅額扣抵，就如同租稅協定規定所得來源國之扣抵一樣，有時引起的複雜爭議係有關兩國間稅額之計算。

為求完整性，吾人應注意所得來源國適用租稅協定之規定，有些情況下決定於居住地國之課稅。挪威與馬爾他簽定之租稅協定納入國際船運所得課稅之特別規定，馬爾他居住之船運公司之獲利，如果超過25%之股份資本係直接或間接由挪威之居住者所擁有，且該公司不能提供有關在馬爾他課稅之證據時，得由挪威按比例課稅。義大利與馬爾他簽定之協定納入類似之規定，除非能提供證據顯示，20%以下的資本直接或間接係由非屬馬爾他居住者所擁有時，即排除義大利對該馬爾他公司獲利之課稅權。

有些租稅協定特別是美國所簽訂者，特別是對屬於位於第三國家之常設機構股利、利息即權利金扣繳稅額之降低，決定於居住地國即第三國之總稅負之多寡而定，然而若居住地國與第三國間適用免稅法，以及歸屬於第三國常設機構之該股利、利息及權利金在居住地國完全不課稅，則最終協定之適用將唯一決定於第三國之課稅，若該第三國對該所得不課稅或課以較低的稅，則不得適用所得來源國降低之扣繳稅額。

4.2.4.結論

於居住地國對所得課稅不足或不課稅之情況下，若雙方締約國有興趣於防杜所得來源國使用租稅協定，目前各國實務上相繼採取不同的條款，以期達成該目標。若所得取得人於居住地國不課稅，一般而言於所得來源國即未享有協定利益，彼等常不視為居住之人，或以其他方式被排除於租稅協定適用範圍。然而特別的雙邊規定常僅涵蓋特定之所得，偶而這些規定就所得來源國課徵的稅額得扣抵居住地國所課徵之稅額，使該所得總稅負以達成所得來源國課稅額為底限。

若所得來源國不執行其所分配之課稅權之情況下欲防杜所得之雙重不課稅，改採扣抵法特別適合達成該目的。本此理由，這些締約國首先就規定扣抵法，以致於這些情況更加少用特別的租稅協定條款。然而有若干國家顯然不願採納扣抵法，情願容忍累進免稅規定之例外情況所引起之衝突，使所得來源國甚至在微不足道課稅造成居住地國完全失去課稅權。

4.3.一國課稅之不同條件

4.3.1.各種不同之用字

這裡所檢視的用來避免雙重不課稅之特定租稅協定條款，通常與他方締約國課稅有關，所謂他方締約國包括所得來源國或居住地國，就此目的協定之用字係有不同。然而僅有保留若干條件下，才有可能將不同用字做有系統之歸類，因為所適用的個別租稅協定必須就其協定之意義加以解釋。因此個別租稅協定使用的相同用字可能其賦予之意義有所不同。於特定情況下，任一租稅協定與其相同之租稅協定所使用的相同名詞甚至有不同之意義，而不同之用詞可能其意義卻相同。

此外，這裡所使用的英語用字，於眾多租稅協定並非唯一的可靠版本。有幾位報告人指出，各種不同語文所表達的有時或多或少與英文版有所不同。

本報告所顯示的各種為防杜雙重不課稅的不同內容之雙邊租稅協定，並未引起各國深入之探討，亦有其深層之涵義。法院對個別條款解釋的判例亦為罕見，稅捐機關對此常未表達其看法，學術論箸亦少著墨。因此，各國報告人有時感受到對此等條款之解釋有做出建議之壓力，或許對於各國相關規定之解釋能加以討論。然而，本報告所建議相關條款之解釋是否能獲得大家的認同亦不確定。

4.3.2.協定本身對稅負之定量化

有些租稅協定所含括的規定，認為一方國之課稅，於他方國適用租稅協定時，應於協定中加以定量化。因此最近荷蘭所簽訂的好幾項租稅協定規定，荷蘭作為所得來源國之身分，除非居住地國對股利之稅負低於股利總額之10%或15%，否則必須鄙棄對股利之課稅。於此情況下，荷蘭允許課征有限(albeited limited)的扣繳稅款。

此項規定之優點通常係較易於管理，然而卻因其不具彈性而適用範圍有限。若一方或雙方締約國之財政政策改變，則其所界定的稅負會突然比現行的稅負增加或減少，則協定須共同加以修正。

4.3.3.稅負之界定與現行稅負有關

若干租稅協定之用語考量，若他方國對所得課稅之稅率通常僅於該他方國適用，則一方國於協定中必須放棄對該所得課稅或給予消除之適用。有時該項規定修正時考量到他方國之稅基必須達一方國稅基或所得總額之90%，其用意係防杜他方國操縱稅基對所得適用正常稅率而有取巧之規定。

有些租稅協定將他方締約國稅負之多寡弄成與一方締約國對此所得適用之稅負有關係，彼等國家有時規定他方締約國之稅負至少必須為其本國稅負之一定百分比，此項規定容許有相當程度之彈性，係因協定規定內容可隨國內法稅率之變動而自動調整。

上述規定使課稅與正常或經常之稅課有關，此隨之引起之解釋問題顯而易見，特別是對不同種類之所得規定不同稅率之稅制，對於正常或例外情況之區別常面臨困難。然而此種解釋議題之出現亦與視同稅額扣抵有關，因為此種情況常責成居住地國扣抵所得來源國正常情況未享有任何租稅利益時所課徵之稅額。視同稅額扣抵規定產生之見解，也許亦可適用於上述規定之解釋。

4.3.4."負納稅義務"(liable to tax)

有些租稅協定規定使用"負納稅義務"一辭，係見於OECD稅約範本第4(1)條。若吳人使用"負納稅義務"一辭，能假定雙方締約國想把其租稅協定與OECD稅約範本第4(1)條有關聯，則其與該範本第4(1)條相關之意義亦可為該雙邊規定所採用。

OECD稅約範本第4(1)條所考量者顯示對該規定之了解有所不同，然而大多數國家並未要求實際課稅之適用，反而認為若稅法規定含括應課稅之人便已足夠。許多國家認為對所得免稅之規定不致有所損害，而有些國家人們於主觀的免稅情況甚至提到負納稅義務。有一種不同之觀點，認為若某一種人通常無進一步之條件得予免稅，則該人不負納稅之義務。

4.3.5."應課稅"（subject to tax）
有些語文對 "應課稅"一辭與"負納稅義務"一辭兩者之意義相同，因此這些國家有關"負納稅義務"之考量亦適用於"應課稅"，其不同語文間並無差異。加拿大報告人認為此二者之意義有所不同，"應課稅"之程度大於"負納稅義務"，因為以OECD稅約範本第4(1)條為本之協定規定，所得人無論如何於居住地國早就負納稅之義務。然而於解釋協定時，並非總是假設不同之用詞會有不同之涵義。

有些國家若所得實際無須課稅，並不適用"應課稅"一辭。甚至所得不課稅非因國內法規訂之故，而係起源於協定法律之層次不同之適用條件以致不包括該所得，是否"應課稅"之條款有其適用，實令人質疑。若拋棄該解釋不用，那麼就僅剩下所得不課稅係因國內法規定而不課稅。然而此種情況並未要求實際已經繳稅，例如在相當期間無應納稅額之發生，譬如係因盈虧互抵無論係採前抵或採後抵之方式，或者係因適用較低之累進稅率，人們仍可說成"應課稅"。有些國家之規定，若稅額之課徵或必須已經繳納，然後加以退還，均一樣能適用。若所得納入適用客觀免稅之規定，則判斷有所不同。有些國家對此認為有不利之潛在可能。有些報告人認為，由於適用免稅之結果，吾人不能認定所得為"應課稅"，而是課以零稅率，其產生的影響相同。

依據吾人對有些國家之了解，若納稅人不申報所得，則該所得不應課稅。若納稅人之所得已申報，且證明其所得例如適用累進免稅法之故無須繳稅，則其便已完成"應課稅"之條件。

4.3.6."已課稅"（taxed）

若租稅協定考量所得必須課稅，有些國家體認以某種方式課稅便已足夠，整個包含在稅基內的決定確屬足夠，如同象徵性的稅率。有些國家甚至認為所得部分免稅或完全免稅情況，人們亦可說成“已課稅”。

一則有趣的比利時法院判例指出，前配偶給付之生活費認定係屬“已課稅”，即使該費用未曾自給付人稅基項下扣除。若該所得係在另一納稅人課稅，僅因該生活費未曾自其稅基項下扣除，則該法院顯然假定所稱的“已課稅”一詞已經適用。

4.3.7.有效課稅（effectively taxed）

有些租稅協定使用“有效課稅”一詞或要求提出已繳稅之證明。在此情形下，有些國家認為必須實際繳稅。然而是否僅是象徵性的稅額便已足夠實令人質疑，依據有些國家之了解，些微的稅額譬如所得的0.5%便已足夠。至於其他國家認為如稅額相較於其他課稅水準為低，便不能稱為“有效課稅”，有些國家課征如無需繳稅亦不能達到“有效課稅”之條件。

然而其他國家認為如自然人或組織個體一該國稅法應課稅便符合“有效課稅”之條件，在此情形下，實際課稅並非必要條件，因此若該自然人或組織個體因損失抵銷或損失遞延或前抵而無應納稅額發生，仍有可能適用“有效課稅”一詞。

4.3.8.結論

由於經常可以使用各種不同語文及名詞之內容係依其使用之前後文而定，以致為避免雙重不課稅而納入租稅協定之特別條款所使用不同名詞，吾人了解有所不同。然若這些國家至少於相關規定嘗試將其租稅協定網適用一致之方式處理，亦可讓人滿意。OECD稅約範本註釋亦可對這些租稅協定建議適用一致之名詞。

5.程序上議題

5.1.國內法一般程序上障礙

5.1.1.有待解決之程序上難題

這裡所說明的為避免雙重不課稅的雙邊規定，從各種不同觀點也許會發生程序上問題。如一國先執行其課稅權，則他方國依據租稅協定就免於課稅。經過數年後發生訴訟程序，由於該一方國之稅捐機關誤以為依其國內法規定有繳稅義務，證明該一方國不發生課稅之情事。若該一方國未執行其課稅權，則該他方國依其租稅協定即不能再對其課稅，於是發生是否該他方國稅捐機關以最後的及非客觀的態度證明未發生應納稅額，而仍有可能補救並對其課稅之問題。

另外亦可能發生反向的問題，一方國未曾開出稅單，則他方國依據租稅協定即有權課稅，然而該一方國於審核時，發現先前核定不課稅有誤，於是稅捐機關得辦理更正。以致他方國喪失依據租稅協定所賦予之課稅權，惟該他方國核課之稅額已經確定且提出行政訴訟之期間已過，如情況確實如此，則所發生之問題是該一方國所開出之稅單是否會導致他方國開啟課稅程序或是否起碼給予退稅。

這裡說明的問題實際並不涉及避免雙重不課稅之特別雙邊租稅協定之規定，但若適用扣抵法時也許會發生。若事後於所得來源國之課稅額有變動，則通常會反映到居住地國課征之稅額，惟居住地國總是未有執行之程序規定。

5.1.2.重新展開處理程序

這裡說明的問題複雜性因個案而有所不同，若課稅處理僅牽涉避免雙重不課稅規定所含括的相當所得，其解決相對較為簡單；若他方締約國稅捐機關依據協定賦予課稅權至今仍未核定系爭之所得，其碼於發單開徵稅額之核課期間屆滿前，並不難於重新獲得核定權。

問題較困難的是，納稅人之所得來源有來自國內、國外時，而系爭所得僅是其全部所得之一部份，此時不可能對全部所得最後之核定或不可能確定該人或個體於本國當年度應納之公司所得稅，接著所產生的問題，是否或於何種情況下有可能重新展開複雜的課稅程序。

各國提出的報告顯示，重新展開課稅程序的條件有顯著之不同。有些國家之規定，允許核稅後無論是直接或至少同性質的始能重新展開課稅程序。另外有些國家依據其提出之報告，因為已經完成所有之課稅程序而無需重新展開，顯然有可能退還溢繳之稅額。

幾乎所有國家均有核課期間之規定，從二年至十年不等，造成各國稅捐機關為符合租稅協定而產生執行上困擾。幾乎所有情況下，無論是有利或不利系爭納稅人，於核課期間屆滿時均不可能更正稅額，影響所及便發生雙重課稅或雙重不課稅。

5.1.3.相互協議程序可為一項解決方案嗎？

然而有些報告人指出，一國因正式核定產生的稅額變動，使另一國必須免稅，但因核課期間適用問題而不再有可能，此時唯有透過相互協議程序始有可能解決。提出這些報告之國家認為，重新展開稽徵程序需經由兩國間最高行政機關彼此間之協議。

然而大多數國家相互協議程序並未規定獨立之法律基礎，例如對已經完結之核稅程序得否重新展開。實施相互協議需於國內法規範，因此若國內法未規範更正稅額核課程序之法律基礎，吾人了解不可能經由相互協議達成之。

5.2.涉外關係之特別規定

5.2.1.以更正他方國之課稅作為更正核課之基礎

有些國家有特別之國內法規定，特別或惟一係針對他方締約國課稅之變動而就已經完結之課稅程序而作異動。德國內第稅法第175(1)條提供了上述之法律基礎規定，奧地利最近於聯邦稅法第295a條納入類似之規定。

上述規定無論是有利或不利納稅人均允許改變核課之稅額，依據詞規定用字，並未特別針對涉外案件，不過其適用範圍特別適合用於此種案件。

5.2.2.依據協定資訊交換之特別規定

比利時報告人把焦點放在其國內法之規定，凡前五年國外核稅其結果並通報比利時稅捐機關後十二個月內未向比利時申報者，比利時仍有可能發單開徵，如果證明某種所得於他方締約國原先核課錯誤必須更正，或者證明該所得於他方國核定免稅且於比利時亦無課稅者，上述規定均有其適用。如果協定規定之意旨對凡他方國不得課稅或因國內法規定未執行其課稅權，比利時均有課稅權時，則依據協定規定即有助於讓比國實際能獲得課稅權。

因此此項規定只能解決特別為避免雙重不課稅之雙邊協議之適用，且確保至少比國能加以課稅。然而該項規定並不適合採取一般的程序預防，確保該項規定之適用。

5.2.3.涉外關係適用ex gratia規定

若租稅協定原係為防杜雙重不課稅，卻因一方國適用其課稅權後他方國不能更正其課稅，最後導致雙重課稅，權益規定能有助於讓納稅人免於更為不利。稅捐機關常有可能採取不課稅

在比利時法院認為此種情況得適用權益規定，其適用得於稅額核課後三年內辦理，但其適用條件必須涉及實際發生雙重課稅之情事。

5.2.4.涉外關係之歧視

然而有些特別規定允許稅捐機關依據租稅協定有權執行課稅亦引起關切。若對於有國外來源所得之納稅人，其課稅比僅有國內所得者更為不利時，從歐體立法觀點有關歐盟會員國彼此間關係，以及從租稅協定無差異原則之觀點，此會引起關切。此亦適用於未自動顯示原先以涉外案件為主之用字規定，但事實上此係特別或甚至僅針對這些案件。

若就此有任何之關切之處，可以作為執行協定所賦予義務之規定亦不能獲得舒緩。在此所檢視的大多數特別之協定規定並無責成課一次稅之義務，只是允許可以如此做。從歐盟立法之觀點，此項作法之正當性不可能獲得說明，其爭執在於這些作法把最後之行政決定廢棄，不僅避免雙重不課稅，

2、 集團課稅

1.導論

1.1. 研究目標

公司集團常被主張係單一的經濟個體，因而被視為單一的公司，儘管有其爭議，目前仍有許多國家或領域(jurisdictions 以下簡稱國家)尚未對集團公司視為單一課稅體之正式機制，如未有此種機制，衍生的問題在於，公司型態納稅人可否以租稅規劃手段有效達成相同的結果。

即使實施集團課稅採合併申報納稅有長期經驗的國家，對此問題之探討亦有其重要意義，此乃由於公司集團採嚴格門檻的持股及其他條件之限制，因而不得適用集團課稅之緣故。此外現行規則在很多情況下，非居住之企業體不能適用，以致跨國企業集團利用集團成員的課稅屬性，其所能作的就是小心規劃。

各國報告人就其個別所屬國家探究其集團課稅的限制(或欠缺此制度)，及如何利用規劃之技巧，以克服公司集團成員利用其課稅屬性之困難，以下為各國報告人所必須提供之資訊：

(a)營業環境及簡要描述國內經濟範圍內公司集團的重要性。

(b)基本公司所得課稅制度：所屬國家公司所得稅規則簡介，包含課稅之個體、課稅之稅基、公司及股東階段課稅之關係及國外來源所得之處理。

(c)集團課稅：說明集團課稅的機制，如有，則特別強調為防杜納稅人利用公司集團成員的課稅屬性而加諸的結構性的限制，內容如下：

i. 整體性資訊：沿革、制度相對重要性、與公司法關係及適用到公司所得課稅以外之稅課；

ii. 範圍及可行性(availability)：適格的課稅體、持股條件、選擇及其他條件。

iii. 基本的運作：應課稅之成員、所得之計算、稅率、子公司持股之基礎調整、集團成員間稅額之分攤及反避稅之規定。

iv. 營業損失：如集團之一成員(P)獲利，另一成員(L)有損失，則L之損失可否抵銷P之獲利，如是，則如何抵銷，集團成員之加入及退出之影響為何及內建(built-in)的利得及損失之處理。

v. 資產在集團內之移轉：S於第一年以於第一年以100價格將資產讓售給B，S購入該資產之價格為70，S與B為適用集團課稅之集團成員，B於第二年將該資產以110價格售給非集團成員之第三者，則產生多少之利潤及損失？

(d)規劃技巧：如未實施集團課稅，則探究利用公司集團成員之課稅屬性之規劃可能性。說的更具體些，各國報告人應說明下列情況應適用的課稅規則，能適合納入討論之指引，包括常引用之法院判例及行政規則：

i. 所得移轉；

ii. 租賃；

iii. 發行混合型證券商品；

iv. 併入；

v. 使用導管之個體；

vi. 運用其他之規劃技巧

(e)國際面：討論集團課稅跨國界所衍生的爭議如下：

i. 集團課稅的適用範圍：可否適用到非居住之公司、非居住者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及居住者公司之國外常設機構；

ii. 協定適用之爭議：雙邊租稅協定無差別待遇條款之影響；與歐盟法律之關係；

iii. 規劃之可能性：跨國集團面臨上述問題時如何克服其困難。
(f)政策面討論：各國報告人對其現行法評估的簡要彙總；未來立法之可能性。
本議題侷限於所得稅，排除營業加值稅及其他間接稅之範圍。由於各國報告受到篇幅之限制，並未著墨於跨國集團其他國際面之爭論問題，如國外稅額扣抵、移轉定價、受控國外公司及稀釋資本規則等之探討。

於2003年十月各國或領域包括實施及未實施集團課稅者，總共有30篇報告提出，均為有價值之捐獻，構成本題目最完整的材料。此外，歐盟於2003年十二月提出的個別報告，則探討歐洲委員會較長期的計畫。

本報告係根據各國報告彙整而成，因此其內容係以截至2003年十月為準，如有必要做修正，其更新亦以2004年一月底為準。

本報告之目的係以比較性觀點探討公司集團課稅的一些爭論問題，其次探討各國不同的集團課稅，包括集團間營業損失之處理及集團內部間資產移轉產生的利得及損失認定兩項特殊議題，其次討論跨國界的集團課稅問題，從一些國內立法之啟示，包括本國公司之國外子公司及非居住者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最後部分則作總結。

通篇報告重心放在規劃面問題，尤其是各國現行法未提供滿意之處理部份，讀者如有興趣本報告爭議問題，建議可回到各國報告相關部分之探討。

本報告所用的若干關鍵名詞，定義如下：
· 公司集團：指ㄧ群經由持股及或經由財務及管理關係所共同控制之營業組織；

· 集團課稅：指ㄧ套可讓公司納稅人採取合併或集團其關係公司計算應納稅額之規則，從廣義言，不僅涵蓋完全的合併，還包括公司集團成員間特別課稅屬性的移轉。其定義亦有根據法律所做的解釋，或許比傳統的涵義更為寬廣。是以有些國家提出的報告採取較為狹窄的定義，惟無論如何這些報告對公司集團特殊課稅規則關鍵部分成功的提供必要的資訊，因此名詞定義之差異尚不足以影響本研究計畫。

· 課稅屬性：指納稅人計算應納稅額時的不同特徵，如損失的前抵或後延、扣除額及扣抵額。
1.2. 重要發現

本研究題目係以國際財政協會1998年倫敦年會議題一公司損失再作進一步討論，根據從34個國家中的19個提出的報告，認為公司集團不同成員間的利潤或損失是不可能加以合併計算的，跨國界的子公司產生的損失，其使用亦有所限制。

關於公司集團間的營業損失處理，上述倫敦年會議題一與本次議題當然有所重疊，然而自1998年後，很多國家業已開始實施或作重大修正集團課稅，而且本研究計畫有兩方面尚屬新的領域，(a)此乃國際財政協會第一次以集團課稅作為年會的主要議題；(b)各項解釋明顯的在針對公司集團規劃的可能性，以克服現行法下面臨的困難，因此本研究計畫仍有其特殊的意義存在。以下是本研究報告重要的發現扼要說明如下：

· 租稅規劃常無效果：如果現行的集團課稅不能提供滿意的解決，或其課稅領域未實施該稅制，則公司集團有許多可行的規劃技巧達成其各成員間損失的分攤，或者有效達成具租稅遞延效果的集團內部間移轉，而且規劃手段常不周延或需投入鉅大之交易成本。

· 穩定的租稅環境有賴立法框架：集團課稅的角色在於提供立法框架，有制度的承認公司集團能夠在各成員間分攤損失及獲得資產之延後(roll-over)。是以該項稅制始為義大利、日本及新加坡新採行，另有17個國家或領域對現行制度不斷作修正。所提出的30篇各國報告中，10篇報告欠缺該制度，但其多數報告之結論傾向於實施該制度較為妥適。

· 很多歐盟國家納入非居住者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

有關跨國界制度的立法發展較為緩慢，大多數情形集團課稅侷限於國內居住者企業，僅丹麥、義大利及法國為顯著之例外。然而最近之趨勢為將非居住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納入適用範圍，特別是受到歐盟法律影響之國家。

2.集團課稅

2.1.歷史沿革及立法型態

2.1.1.歷史三階段

將集團公司認定為單一的課稅單位，與公司所得稅之歷史一樣悠久。根據各國提出的報告，集團課稅發展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a)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萌芽期(b)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立法期(c)自1990年代後近期之發展期。

2.1.1.1.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萌芽期
從二十世紀開始，有些國家開始承認公司集團為單一的課稅體，以時間先後重要大事分列如下：

· 1902：普魯士高等行政法庭對Organschaft之判決；
· 1917：美國合併課稅規則之採行(於1934年廢止，復於1942年再度實施)；

· 1936：丹麥最高法院對集團課稅的判決；

· 1940：荷蘭規範關係體認定為單一個體；

· 1942：西班牙合計（consolidation）之立法。

早期發展集團課稅與現在的制度型態有些不同，第一，在德國、丹麥及荷蘭，它是由法院判立法形成的制度核心，相形之下，就目前任何國家的法官，在無立法授權的協助下，能在法庭大膽採取主張將子公司認定為母公司之一部份，確係難以想像的。

其次，此種制度在某些情況下是強制性的，在美國及西班牙採取合計對納稅人不利，因公司所得稅率係採累進稅率。在累進稅率下，將集團每一成員的正所得合計將增加其合計之稅負，此種情況與現代自由選擇制度確保損失分攤及課稅遞延的觀念對納稅人有利者顯然差異甚大。

第三，在國際面上，跨國集團原先的概念十分開放，1922年德國法院判決一家荷蘭母公司控制設於德國科隆的子公司，認定該子公司為母公司的一個營業處所；1943年丹麥最高法院判決，儘管稽徵機關不同意，丹麥母公司與其瑞典子公司仍得適用集團課稅。值得一提者，以各國現在含括跨國界情況而言，早期律師及會計師的創意不足。

2.1.1.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立法期
戰後有許多國家實施集團課稅，例如英國在1967年，法國在1971年。早期實施者例如奧地利、德國及瑞典立法係經由案例法演變而來。美國於1964年懲罰稅後，採用合計課稅申報書者顯著增加，之後於1966年對合計課稅申報規範作了重大之修正。該時期就部分較為重大之事件列敘如下：

· 1960年：丹麥於公司稅法納入合計課稅制；
· 1965年：瑞典實施集團捐獻（group contribution）立法；
· 1967年：英國實施集團消除（group relief）規定；
· 1969年：德國於公司稅法納入Organschaft規定；
· 1969年：荷蘭於公 稅法規範財務連結（fiscal unity）；
· 1971年：法國實施第一次的整合財務制度(於1987年擴大實施)；
· 1972年：奧地利於公司稅法納入Organschaft規定；
· 1976年：紐西蘭於反避稅規範中取消損失連結之規定；
· 1979年：挪威實施集團捐獻(於1991年增加集團成員間之移轉規定)；
· 1981年：盧森堡實施財務連結制；
· 1982年：墨西哥實施課稅合計制；
· 1987年：葡萄牙實施合計利潤課稅制(於1993年作重大修正)；
· 1987年：芬蘭實施集團捐獻。

2.1.1.3. 近期之發展
從1990年起相關立法未曾間斷，美國於1990年代對集團課稅之規範持續作修正；挪威於1991年對集團成員間移轉實施延後規則，葡萄牙於2000年取消遞延處理規定；德國於2000年消除適用Organschaft條件之規定；紐西蘭於1993年修正集團課稅；澳大利亞於2002年改變為以資產為本模式具深遠影響的集團課稅，此外義大利、日本及新加坡亦先後加入集團課稅之行列。這一段時間相關大事紀要如下：

· 1993年：紐西蘭實施合計課稅制；
· 2002年：澳大利亞實施以資產為本之模式；
· 2002年：日本實施連結課稅申報制；
· 2003年：新加坡實施集團消除規定；
· 2004年：義大利實施國內及寰宇合計課稅制。
從21世紀開始在歐盟地區注意到一個有趣的趨勢，愈來愈多國家或領域之集團課稅範圍著手納入非居住者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此舉乃回應歐盟法官對常設機構課稅地位之判決，此部分將於3.3.節探討。

從30篇報告中，有10篇指出其國家並無實施集團課稅，然而仔細觀察彼等國家顯現有實施此制度之興趣，有些國家在官方層次有作政策面討論。加拿大於1951年廢除集團制度，但於1985年聯邦預算建議公司損失移轉制度。1999年比利時政府想要實施集團課稅，但基於預算之理由其想法並未實現。韓國對此議題目前正熱烈討論中，預計最早於2005年前採行該制度。

2.1.2.立法移植

對於全世界所實施的集團課稅，難以建立其確切的家譜(family tree)，由於充滿了例外，故不易加以劃分。1997年一項著名的比較分析發現，儘管該研究係針對九個公司稅制度發展較為成熟及詳盡之國家，惟其合計所訂的條件差異甚大，處理合計項目之技巧亦不相同。

從各國提出的報告資料，有些制度顯然其特質有雷同之處，其主要的想法可能係過去經由政策制定者的比較研究後從一國移植至他國所致。盧森堡提出的報告指出，其於1981年實施的財務集團制度靈感主要來自於法國制度，亦曾引述荷蘭及美國之制度。

在法律環境相似的國家間，其想法之擴散最為容易。就此觀點而言，可分為三大制度類型：(a)德語系統的Organschaft 體制(b)北歐國家的集團捐獻制度(c)實施不成文法的集團消除理念。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地區的制度架構反映該稅制家族的相似性。除此之外的制度稱之為(d)合計模式，儘管全世界許多國家採行，但其模式者有所不同。

2.1.2.1. Organschaft
Organschaft之理念在德國及奧地利極為普及，其概念係指同一母公司所控制之公司成員，認定係該母公司的內部器官，皆視同為同一生物體之手及腳，因此其所有成員之利潤或損失皆應歸屬於母公司，另外集團內部間資產之移轉產生的利得或損失不能遞延。

此概念係由法院所創造，再擴散至其他德語國家，有趣的是，此概念不曾被瑞士所接納。儘管東歐國家市場經濟開放後受到德國法律之影響，捷克及匈牙利目前並未採納此概念。

2.1.2.2.集團捐獻

集團捐獻制度見於瑞典、挪威及芬蘭，此制度允許公司集團成員間之所得移轉(shifting)，當獲利之成員P對虧損之成員L做出捐獻時，P可將該捐獻額自其稅基項下扣除，因此公司成員間的利潤及損失可以抵銷。集團捐獻制度的重要特徵是課稅的消除決定於財富之移轉，實務上雙方得選擇建立公司間的借貸。

與上述三個北歐國家採行的集團捐獻制度截然不同者乃丹麥的制度，丹麥採行的是聯合（joint）課稅制，與美國及法國的合計課稅申報制較為接近。

2.1.2.3.集團消除

集團消除的概念見於英國、紐西蘭及新加坡，此概念下得將某成員之損失轉移至另一成員。此與斯堪地納維亞（Scandinavian）的集團捐獻制度不同者，成員間可移轉損失，換言之，集團間不需移轉利潤。

大體上實施不成文法的國家或地區，此種概念影響似為有限，理由有二。第一，新法傾向於廢除集團消除之規定，紐西蘭於1993年除原有的損失集團規則外，另實施綜合性的合併稅制。澳大利亞以往訂有集團消除規定，例如集團損失移轉及集團間資產延後規定，但從2003年七月開始改變為納稅合併制。

第二，有些實施不成文法的國家如美國及加拿大，並不依從集團消除的概念，均各走不同的路。加拿大於1951年廢除合計課稅制，而美國則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再度實施合計課稅制。

印度之立法甚為有趣，其不容許損失合計，卻讓集團間移轉發生的資本利得或損失得以延後。南非自1994年起對公司重組訂有重整之規定，但目前不承認公司個體得按集團之基礎課稅。

2.1.2.4.合計模式

絕大多數實施集團課稅的國家採行不同的合計模式：澳大利亞、丹麥、法國、義大利、日本、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葡萄牙、西班牙及美國，其合計之機制迥異。最典型的是公司所得在各成員階段各別計算，然後經過調整後在集團階段合計，母公代表整個集團負有繳稅之義務。

全世界都在採行此種模式，最早實施的是歐洲大陸的丹麥及荷蘭，以及美洲大陸的美國。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實施國內集團及跨國集團之集團課稅，激勵盧森堡跟進實施。

拉丁國家的西班牙、葡萄牙及墨西哥均實施該制度，西班牙報告指出，世人所熟悉的"個別申報限制"的作法，係於1977年從美國規定引進。由此顯示從歐洲大陸面所作的比較研究，形成明顯的對比的是該制度目前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並不存在，包括阿根廷、祕魯及烏拉圭。

紐西蘭及澳大利亞最近對集團課稅規定作翻修，日本實施集團課稅時間甚短，歷經過審慎比較德國及英國制度後，其架構主要係以法國及美國制度為本，義大利的制度允許寰宇合計課稅，確屬創新。

2.1.2.5.注意

以上係全世界實施集團課稅家譜的大致描述，先前提到不同制度間很難加以作正確劃分，例如現行的Organschaft如暫且拋開其歷史層面，則可視為廣義的合計模式的次版本，可以將該合計模式作進一步之分類。

有關如何作更進一步之分類，留待未來研究人員解決。決定不同集團課稅間智慧交互影響之形狀及規模確係一項挑戰，就任何國家沒有實施集團課稅，也許是經過比較其他國家實施經驗研究後故意採行的政策，因為畢竟會發現制訂一項特定政策之優缺點。 

2.1.3.功能性比較

公司集團通常想達成兩項課稅目標，一個是集團成員間的利潤及損失相互抵銷，另一個是延後承認集團成員間資產移轉發生的利得，此二議題乃公司集團課稅之重心所在。

           表一：功能性比較

	國家或領域
	集團間利潤及損失之相互抵銷
	集團間資產移轉利得之遞延

	阿根廷
	否
	否

	澳大利亞
	是
	是

	奧地利
	是
	否

	比利時
	否 (1999年討論)
	否

	加拿大
	否
	否

	捷克
	否
	否

	丹麥
	是
	否

	芬蘭
	是
	否 (2002年討論)

	法國
	是
	是

	德國
	是
	否

	匈牙利
	否
	否

	印度
	否
	是

	義大利
	是
	是

	日本
	是
	是

	韓國
	否 (立法審議中)
	否

	盧森堡
	是
	否

	墨西哥
	是
	否

	荷蘭
	是
	是

	紐西蘭
	是
	是

	挪威
	是
	是

	祕魯
	否
	否

	葡萄牙
	是
	否 ( 2000年廢除)

	新加坡
	是
	否a

	南非
	否
	否

	西班牙
	是
	是

	瑞典
	是
	是b

	瑞士
	否
	否

	英國
	是
	是

	烏拉圭
	否
	否

	美國
	是
	是

	a 在新加坡集團間資產移轉之標的如為股票則將產生利得,否則依所得稅法第24(1)規定買賣雙方得基於資本折讓目的選擇不視為交易。

b自1965起至2003, 瑞典實施參與免稅制（participation exemption）資本利得得予免稅,集團內部間子公司股份之移轉產生的利得得予遞延.至於其他資產之移轉,所得稅法第23條納入法院判決實務,允許集團內部間移轉以成本計價基礎將利得遞延實現.


表一係將上述兩個議題於30篇各國報告彙總的課稅處理資料，雖然某些國家此二議題為單一制度所含括，此兩項議題是互為獨立的。

第一個議題顯示在中間欄位“集團成員間損益相互抵銷”，假定某一集團成員中P為獲利，L為虧損，則P的獲利能否抵消L之虧損？答案是者表示該國家或領域的公司稅規定准許抵銷。

第二個議題列在右邊欄位“集團內部間資產移轉利得之遞延＂，假設S與B為適用某一集團課稅下的公司集團成員，S將增值之資本財(如不動產)出售給B，隔年B將該資產轉售給集團外之第三者，則納稅人於第一年能否將資本利得遞延課稅？答案是者表示該國家或領域的公司稅規定藉由立法手段允許延後。該問題係針對集團內部間正常的資產移轉，不適用在子公司股份之移轉課稅之免除，且亦與公司重整遞延處理之效果無關。

從表一得到三個整體性的觀察，(a)如未建立相關制度，則進行規劃有其必要(b)集團課稅之適用範圍有全盤性及特定性(c)僅有少數國家或領域之集團課稅制對集團內部間資產之移轉加以規範。

2.1.3.1.欠缺集團課稅者

上述兩項議題答案為否者有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捷克、匈牙利、南韓、祕魯、南非、瑞士及烏拉圭等10國，均屬未實施集團課稅者，此表示這些國家之公司集團有必要作租稅規劃，以達成抵銷損失或延後課稅處理之目的。

2.1.3.2.集團課稅之範圍

對上述兩項議題中的一項或兩項答是的有20個國家或領域，其中11個國家或領域包括澳大利亞、法國、義大利、日本、荷蘭紐、西蘭、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國及美國的集團課稅涉及該兩項議題，均予肯定之答覆。

各國制度含括之範圍不同，英國對抵銷損失之集團消除及集團內部間移轉課稅遞延兩項議題分別有個別之處理規定，挪威及瑞典型態相同，一方面採集團捐獻，另一方面採集團內部間移轉，紐西蘭採取兩種制度但有部分功能重疊：採損失連結規定，損失得抵銷其他股權結構至少66%相同公司之所得，以及對以及對採100%相同持股被控制之公司採更全面性的集團制，至於澳大利亞、法國、義大利、日本、荷蘭、西班牙及美國對該兩項議題採全面性的制度。

剩餘的奧地利、丹麥、芬蘭、德國、印度、盧森堡、墨西哥、葡萄牙及新加坡9國家或領域僅對其中一項議題答是，這些國家的制度僅包括其中一項議題。

涵蓋局部範圍是Organschaft得一項特徵，奧地利及德國准許損失合計，卻不容消除集團內部間產生之利得，芬蘭採行的集團捐獻制度情況亦同，損失可以抵銷，但不包括集團內部間的移轉。丹麥、盧森堡、墨西哥及葡萄牙的合計模式，並未含括損失之抵銷。

2.1.3.3.集團內部間的移轉

回到表一，中間欄位有關損失可以互抵答是者總數為19個國家或領域，在右邊有關集團間移轉欄位答是者有12國，資料顯示許多實施集團課稅國家或領域比較在意損失抵銷甚於集團內部間移轉。

但有兩項保留者，第一，印度提出的報告卻與上述結論不同，其認為任何控股公司與其100%持股之子公司間資本財之移轉，在某種情況下應不發生課稅情事，因為公司集團間不可能合計其營業損失，印度例子在30國或領域提出的報告中是一個十分特殊的立法型態。

第二，表一未曾考慮股權移轉及公司重整的可能性，在某些國家或領域移轉子公司股權，母公司免於課稅。免稅的合計或分割通常是作為集團範圍內損失利用及課稅遞延的手段，此為多數報告中規劃討論時有所論及。

2.2.政策的理論基礎

2.2.1.中性的爭論
有關集團公司視為單一課稅單位的爭論，係本於課稅的中性，該項爭論特別把焦點放在公司部門及子公司兩種特定的營業組織間的中性。

舉例如下，圖一所示，假定假定TaxCo公司有研究及出版兩個營業部門。


第一種情況，在左邊此兩個營業為TaxCo公司內部的不同部門，既屬於同一公司，則其研究部門產生的損失自得抵銷賺錢的出版部門所產生的獲利，此兩部門間資產的移轉，基於課稅目的亦不承認其有轉讓，係因部門間為同一公司內部間，其移轉並非與公司外部一方交易，故不產生法律上影響。

第二種情況，在右邊TaxCo公司調整其組織採控股公司型態，另設立子公司R專責研究，P子公司專責出版。HC公司為控股公司，完全持有R與P公司之股份。在未實施集團課稅情況下，控股公司架構的課稅影響說明如下：由於P子公司與R子公司為獨立不同之公司納稅義務人，R子公司之營業虧損不得抵銷P子公司之營業獲利；同樣P子公司與R子公司間資產之移轉通常視為課稅之交易事項，常被小心查核其移轉價格是否符合公平之市場價格。

上例顯示，不同的營業組織型態間設立部門及子公司之所得稅規則產生差異，第二種情況成立控股公司與旗下的子公司分別經營兩種營業，儘管其整體營運與第一種情況在同一公司下成立兩種營業部門相同，但其結果仍屬不利。

因此所爭論的無論是選擇何種營業組織型態，其課稅影響應該是保持中性的，此種爭論其實自公司所得稅制實施以來即未曾間斷，而且幾乎是發生在實施集團課稅的國家，是以保持中性的爭執應該被視為是建立該制度的政策理論基礎。

2.2.2.分析

此種爭論很動聽，卻有如神話無事實根據。此兩種組織型態不全然是相同的經濟情況，因此並不必然表示基於課稅目的必須採同樣的處理方式。

單一的公司就經濟層面而言與集團公司不同，經理人與股東較喜歡控股架構，以其對債權人負擔有限的責任而受到保護，讓決策下受到子公司階層，且較有本於獨立會計原則揭露財務資訊的機制，這些特色在單一的公司業運作下是無法存在的。此表示同一公司設立兩種營業部門與一家控股公司轄下兩家子公司兩種組織型態，其經濟上的條件不必然相同。

由於此兩種組織架構不同，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處理即無令人信服之理由，因此有關中性的爭執就本身的條件並無決定性，此說明為何有些國家採取集團課稅，而有些國家則未採行，其採行僅是廣泛的政策判斷的結果。

另一種更為相關的方法為試問在何種條件下得合適的認定公司集團為單一的課稅體，此處理可能涉及到預算上的限制，由於構成集團的各個企業體的所有人不同，其中一組的所有人容易被另一組人取代，行政上的複雜度即不能避免。依從的成本難以克服，尤其是對於新興的經濟產業。

歷史經驗顯示，對公司集團的課稅政策發展與政府對經濟的集中與營業的合併的立場彩較為廣泛的政策有關。國際財政協會的創始人之一發現，德國的租稅政策在1920年待以後的期間，當法院發展出Organschaft的理念時，其喜愛集團架構甚於完全的合計。美國合計的課稅申報制度是在1934年羅斯福總統新政時代屬於較為前進的政治環境下廢除，但在1954年艾森豪總統以營業課稅降低為宗旨的改革下立法。最近的範例是日本於2002年實施集團課稅，乃企業圈不斷施加壓力的結果：由於1990年代後期，反托拉斯法刪除對純控股公司的禁令，以及公司法與勞動法修正有助於公司組織的重整，使得愈來愈多的企業轉型成立控股公司形態。

任何國家的政策的評估應否實施集團課稅應有廣泛層面的考量，考慮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及所得分配的公平性。

2.2.3.較為具體的爭論

縱使集團課稅之實施基本上留待立法裁量，並不表示其討論就此結束，尚有其他爭執有關為何必須實施集團課稅的更為具體的理由。

譬如以原有企業成立轄下的子公司經營引水人（pilot）新的業務，該項新業務營運初期會有損失，如果允許該損失得抵銷該企業的獲利即為一項聰明的租稅政策。集團課稅另一明顯優點，不是消除就是降低關係企業相互間移轉計價查審的需要。或許存在的市場的環境讓上市公司的經理人及投資人倚賴合計的集團帳務處理甚於集團成員的各別帳務處理，此種情況下，合計的所得更能反映投資決策。此外將課稅的屬性擴充到公司經濟體所有成員，認為是合理的亦有所爭論，此種情況下，集團課稅確保至少集團成員間此種屬性的交互利用。以上這些具體的爭執，端視各國的經濟、社會及政治條件而定，決策者亦應考慮有可能在真實世界營業行為或許會與其所期待的有所分歧。

2.3.基本的運作

2.3.1.範圍與可行性

在所有20個實施廣義的集團課稅的國家或領域，具有高度持股關係合格條件的集團公司才可適用該制度，該制度適用範圍的主要因素有三(a)須為合格的企業體(b)須符合一定之持股條件(c)須事先申請。

2.3.1.1.合格的企業體

大多數情況集團課稅能適用的企業體，侷限於繳納所得稅的公司納稅人，該制度通常不適用於免稅及非居住者公司，該原則之例外將於後面3.2.截及3.3.節討論。

有時母子公司間的條件有所差異，例如德國控制的股東可以是個人及免稅企業個體，以及是正常的課稅企業體如聯合股票公司，至於適格的子公司則為課徵公司稅的公司組織。

2.3.1.2.持股條件

如何決定集團的成員，所有的集團課稅都以股權為標準，各國所需的門檻從最低的50%到最高的100%都有，該標準必需為對子公司的表決權、發行的股份總數及或為該股份的公平市價。

各國制度並無集團成員彼此間係以事實上的控制(de facto control)關係而允許合計的，例如從未有母公司以其員工影響子公司管理委員會之決策，而該母公司僅持有該子公司發行股數的25%的情況就可適用該制度。此表示縱然以該25%持有股票上市交易的公開發行公司就可達到控制程度，但該制度人事上的範圍仍受到相當限制。

其次有些國家決定集團的單一集團體尚須符合其他測試標準，例如奧地利除須符合75%持股條件外，尚須符合(a)管理上的控制及(b)營業關聯兩條件。德國只要達到50%的持股條件，即無需上述的(a)、(b)條件，此兩國母子公司之公司集團間遵循公司法規範必須簽訂利益移轉契約。英國集團消除規定所適用的條件，類似於上述的(a)、(b)條件。

限制持股條件乃基於特定的公司法考量：保障子公司少數股權。如持股條件少於100%，就有少數股權之情事發生。就此而言，盧森堡少有適用，但如少數股東的75%同意，則降低正常的95%股權為75%。少數股東或許對適用集團課稅的節稅作合理的分攤有興趣，此問題將於後續的2.3.4.節討論。

大多數國家持股條件訂為100%，但因員工認股酬勞計劃及有些情況子公司持有本身的股權緣故而有少數例外。

各國持股條件彙總說明如下：

· 澳大利亞：100%；
· 奧地利：75%；
· 丹麥：100%；
· 芬蘭：90%；
· 法國(國內合計)：95%；
· 德國：50%；
· 印度(集團內部間移轉)：100%；
· 義大利(國內合計)：未定；
· 日本：100%；
· 盧森堡：95%；
· 墨西哥：50%；
· 荷蘭：95%；
· 紐西蘭(合併)：100%；
· 挪威(集團捐獻)：90%；
· 葡萄牙：90%；
· 新加坡：75%；
· 西班牙：75%；
· 瑞典：90%；
· 英國：75%；
· 美國：80%。
2.3.1.3.選擇與否

各國集團課稅都採選擇方式，大多數國家納稅人得要求選擇適用之，並由稅捐機關核准。集團成員選擇適用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途徑，一種是採全部適用的處理方式(all-in and all-out)，如決定適用集團課稅，則所有其成員符合持股條件及其他條件者均須全部加入，日本及西班牙即此取此種方法，其優點為行政管理上極為簡單。

另一種方法允許集團內符合持股條件之某些成員自由選擇(cherry-picking)，如丹麥、法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及紐西蘭所採取的方法。在此方法下，成員加入與否會有微妙的影響，例如新加坡的集團消除選用係採個別公司為基礎，澳大利亞多數的加入合計規則有較大的彈性，允許大的公司集團內自行決定那一個次級集團企業體得組成一個以上的聯結企業體。

如集團可以不花費任何成本調整其持股比例，則上述兩種方法差異並不大。母公司能收購子公司股份以便該子公司為集團成員，反之母公司亦可將該子公司持股銷售第三者，以便排除其適用。但如成員加入及退出適用集團課稅有特定的限制條件，或因商業上理由使持股買賣代價甚高，則此種自助手段並不管用。

2.3.1.4.涵義

總之，界定集團適合作為單一個體稅務處理的方法很多，縱然持股條件介於50%至100%高低之間，但持股關係畢竟是大家之共識。

此種看法所隱涵的意義在於集團課稅不必涵蓋所有公司集團成員，就公司廣泛的範圍如未實施集團課稅，則有必要進行租稅規劃。一國如實施集團課稅，其適格的集團認定是一個單一的公司，但其他不適格的集團就不能適用該制度。因此，集團課稅的採行對於公司集團面臨的稅務爭論並非萬靈丹。

2.3.2.子公司股份

集團對於公司所得課稅一項最根本的爭論，在於如何處理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持股，此種問題之難度深為澳大利亞、日本及美國所體認。

2.3.2.1.公司股東之課稅

先說明這個問題之背景，公司之股東係為了取得股利或資本利得之報酬。當公司組織之股東投資另一家公司股權時，分兩階段課稅：(a)被投資公司盈餘之課稅，(b)投資公司股利及資本利得之課稅，為減輕稅負，課稅規定常讓投資公司收取的股利局部或全部免稅，或採取將被投資公司課征的稅額採取稅額扣抵方式消除其課稅。至於資本利得部分，有些國家連同資本損失採取免稅方式，其他有些國家則將此種資本利得及損失充分反映在投資公司上。

多層的課稅階段乃將公司視為獨立的納稅單位：課稅分成公司及股東階段。以此推論，每個階段擁有的資產係以歷史成本入帳，兩者擁有的資產相互攸關，就被投資公司階段，其所有的土地及建築物有其成本基礎(內部基礎)，投資公司階段亦有其成本基礎(外部基礎)，被投資公司股份的公平市價應反映其營運之預期報酬。因此如被投資公司所有的資產發生增值，投資公司持股之股價就會跟著增值。

衡量被投資公司階段之所得，與股東身份的投資公司所得課稅無關，此二階段不加以整合，則被投資公司賺取的同一經濟利潤兩階段均課稅，雖然就投資公司及被投資公司分別為獨立的課稅地位，“雙重”這個名稱為誤稱，此雙重課稅乃公司利潤傳統方法的一項特徵。

2.3.2.2.單一集團內雙重計算

以下說明對母子公司情況亦為有效。設一母公司P以100元價格購入子公司S股份，如S賺進30元利潤，公司所得稅以稅率30%計算為9元，可以分配的稅後盈餘為21元。於未實施集團課稅情況下，該21元利潤分配或實現時，P才有課稅的問題。此外，儘管S賺取利潤及繳稅，P帳上仍按原始成本100元將持有S公司之股份入帳，於是P事後將S股份出售，計算資本利得時仍按100元成本減除，其課稅並未考慮參予免稅（participation exemption）情況下涵蓋的資本利得或損失。

如有實施集團課稅情況，P以100元價格購入子公司S股份，S賺進30元利潤，該利潤與P公司的利潤合計，換言之，合計係指S公司賺取的利潤即須列入P公司課稅，無庸等到股利分配時，與未實施集團課稅比較，其課稅時點提前。

在此資本利得課稅產生問題，假設該公司股東處分其所持有子公司之股份所產生的資本利得應全數課稅，則產生的問題是P公司處分的S公司股份其成本為何，先前說明其歷史成本為100元，P公司以此金額計算資本利得，是以若P公司按按130元出售，利得為30元，S公司的30元利潤業已合計並列為集團之合計所得課稅，股份利得之課稅表示在同一集團內對相同之利潤作第二次的課稅，此說明於圖二：

         股份之基礎成本100

         銷售價格       130

        合計之稅前利潤  30        圖二：雙重計算

同樣情形，資本損失也有兩次計算之危險。就上例將數字加以修正，S公司產生30元損失，使集團整體之合計所得降低，P公司隨後將S公司股份以70元出售，若S公司股份成本仍為100元，則P公司認定有資本損失30元，此時造成同一集團內有雙重之扣除。

2.3.2.3.解決之道

就上例或許認為此種雙重計算並無不對，畢竟公司所得稅係針對個別公司課稅，先對S公司賺取的所得課稅，之後再合計為集團之所得。而第二次之課征係針對P公司處分S公司股份產生的資本利得或損失課征，其兩次之交易不同，根據這種理念，課兩次稅認定係對兩種不同交易課征，因此所爭論的雙重課稅，只不過是將公司認定係獨立的課稅單位。

然而此種爭論與集團課稅忽視子公司獨立存在的基本理念並不一致，此種理念通常稱為單一個體法，如將一集團認定係單一的課稅單位，則上例課兩次稅為雙重課稅（或減除）不恰當的例子，應尋求解決方法。

針對上述問題，美國、澳大利亞及日本有不同的解決方法。美國採取投資基礎調整法(Investment Basis Adjustment以下稱IBA)，此法係將子公司股票基礎按下列項目調整(a)課稅所得(增加)(b)課稅損失(減少)(c)免稅所得(增加)(d)非資本、非減出費用(減少)。損失係反映於發生年度的股票基礎上，股利分配將降低獲配公司之股票基礎，IBA法與單一個體法原則一致，能夠避免集團銷售其成員股票發生所得雙重計入或損失雙重扣除之情事。

澳大利亞採取資產基礎法，此法係將子公司真實的歷史與母公司併在一起，使與子公司的資產與權益的課稅基礎一致。此種影響深遠的單一個體法，規定集團的子公司成員視為集團母公司的一部份，而非分開的個體，其目的在合計期間與子公司有關的資產、負債、行為與事項全部歸屬母公司。其次，加入歷史法(entry history rule)規定，所有子公司先前發生的事項視同發生於母公司，當合計之集團形成時或有新成員加入時，子公司資產通常需計算其新的課稅基礎，子公司資產基礎一旦重新設定，子公司權益合計前的課稅基礎以分攤的成本金額(Allocable Cost Amount簡稱ACA)計算該資產之基礎。如該子公司脫離該集團，其權益即為母公司所承認，該權益所設定的課稅基礎金額，其反映該脫離單位淨資產的集團成本，亦透過ACA機制所決定。

在日本，子公司課稅基礎是在其股份出售予集團外之第三者時始加以調整，其調整係根據集團期間子公司保留的稅後淨利增加或減少金額，原則上，新加入的子公司需按公平市價重新調整某些資產，但其離開集團時並無同樣的要求。

更普遍的解決方法是給予母公司對股利及資本利得或損失兩者完全的參予免稅，採此作法剩下的主要問題在於是否集團課稅可達成公司利潤零課稅的境界，顯然並非如此。

2.3.3.所得計算

先前在先前在2.1.2節討論過，計算集團所得有四種方式：Organschaft、集團捐獻、集團消除及合併模式等。各國經驗將從下述三個觀點加以檢討：(a)法制工程；(b)財富移轉的角色；及(c)比例合計的可能性。

2.3.3.1. 法制工程（legal construction）
法制工程有關集團成員的帳戶，過去法院發展出各種不同見解。有些國家之法院在建立集團課稅扮演積極的角色，其討論有相關性。儘管每一集團成員有其獨立的法律地位，過去所爭論的問題是集團成員間合計利潤及損失的法律之基礎為何。

Organschaft概念是司法判決的創造物，現行法律係根據歸屬學理基礎所建立，所依據的是如果財務上的整合(多數持股)及合計協議的條件符合，則受控公司所得得直接歸屬於其控制個體。在立法之前，僅有極為少數的相抗衡的見解，一種想法是解釋資產負債表變動的效果在課稅上的影響；利潤歸屬於母公司係由於利潤合計協議結果使得現金轉手。另一種想法是否定受控個體的主觀稅負，以致不承認其為納稅人。後面所講的理論強調單一的個體處理及消除集團間的利得。

荷蘭的見解過去稱為吸收(absorption)，其想法是隸屬於財務集團體的企業個體應課征公司稅，就如同子公司為母公司所吸收一般。有關吸收的定義，The Hoge Raad 提供幾個判斷，但課稅文獻上對該名詞的正確意義及範圍從未達成共識，在在2003年實施財務連結體，將各種活動、資產及負債視同歸屬於母公司時，立法者清楚說明子公司就公司所得稅觀點是財務連結體的一部份，仍為課稅之主體，立法者判定於適用租稅協定時有關。

2.3.3.2. 財富移轉的角色
財富移轉的角色區分成(a)芬蘭、挪威及瑞典實施的集團捐獻制，及(b)英國及部分紐西蘭實施的集團消除制，其精髓在於前者係針對真實的財富移轉，而後者則否。

集團捐獻制僅有在財富移轉發生時才能有作用，實務上沒有任何現金給付，集團之成員帳上作應負未付的公司間貸款。一旦貸款入帳，即發生捐獻者(指賺錢公司)欠收受者錢(指虧損公司)之情事。瑞典集團捐獻之機制起源於法院判決之實務，其允許公司藉由國內之移轉定價手段移轉所得，令人驚訝者，有許多其他的國家對此種移轉金額可能認定為隱藏的股利分配、隱藏的資本捐獻或兼具此兩者。

假定法定稅率為28%，集團捐獻允許捐獻者得扣除100，稅額減少28。根據瑞典報告人看法，為了節省稅額28而移轉100，基於商業及公司法目的可能不覺得令人滿意。該國於1999年與2001年之判例，納稅人詢問是否准許一方面給予100的集團捐獻，然後另一方面不要求集團捐獻之扣除而退回72，法院同意其所請，因此其集團之交易造成結果相當於讓該捐獻者扣抵28之稅額，故建議以移轉稅額扣抵作為集團間課稅的同等化的一種方法。

在挪威實施集團捐獻一項重要的障礙為提出證明文件，集團捐獻得作為費用除須以不違反公司法為前提，此表示縱使集團捐獻不認為是股利，仍須受到股利捐獻之限制。

與上述情形對照，集團消除設計之機制有所不同。集團消除制度允許虧損公司將其虧損拋棄給申請者公司，除非為了補償給少數股東，此二公司間不需有任何現金之轉手。

紐西蘭損失合計規定允許現金移轉及損失拋棄兩種方法，在補貼法下，賺錢公司給付現金給虧損公司；在虧損抵銷法下，賺錢公司無須給付對價，納稅人可兼採併用此兩種方法。

2.3.3.3.比例合計

如母公司持有子公司之股權少於100%，其合計之獲利及損失限於按持股比例部分時便發生問題。大多數實施集團課稅國家，只要符合最低持股之條件，即可將子公司之所得及損失合計。例如法國之合計制度規定持股達95%以上即允許子公司充分之合計。同樣美國集團課稅申報之適用須持股達80%，奧地利之Organschaft制度規定持股達75%者，得將子公司之獲利及損失歸屬課稅，與此相同制度者，德國持股規定為50%。
墨西哥為僅有之例外，其適用合計之條件為母公司必須直接或間接持有子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達50%，母公司僅能就當年度每日平均參與子公司60%部分之獲利及損失之額度合計。

2.3.4.其他制度設計之議題

有關集團課稅之設計上有其他三個重要議題。

2.3.4.1.稅額之分攤

許多實施集團的國家規定母公司應辦理結算申報及繳稅，奧地利及德國實施的Organschaft制度亦為如此。

許多國家集團成員間合計應納稅額之分攤係採協議之方式，分攤之問題在子公司成員擁有少數股權者特別重要，如何計集團課稅結果產生稅額減少，則所節省的稅額必須在集團成員間加以分攤。

例如在法國，依集團成員簽署協議，子公司必須支付給母公司相當於在無實施集團課稅時應繳納之稅額，德國現行實務係由集團成員協議分攤母公司所繳納之稅額，西班牙係採保護少數股東權益之方式，美國的做法是關係企業成員得訂稅額分攤協議，同意分攤集團稅額，縱使該分攤協議不得以其無效而對抗稅捐機關。

日本作法不同，集團成員不得自行決定稅額分攤事宜，基於集團成員內部間關係，公司法特別規定分攤公式，其不依該分攤公式者，通常不得作為費用扣除，並應認定收入課稅。

為符合少數股東之要求，就集團消除制度方面必須作補償性的給付。

2.3.4.2.營業加值稅及其他課稅

本報告之範圍侷限於所得稅，惟實務上亦與其他課稅有關。許多各國提出的報告另外提到營業加值稅及其他課稅的集團課稅問題，此雖然與適用於所得稅的制度尚無直接關聯。例如丹麥實施的營業加值稅申報集團登記，與公司所得稅之集團課稅並無關聯，縱使基於公司所得稅與營業加值稅目的採取同樣的做法，其條件之設定常不相同，在奧地利Organschaft制度所實施的營業加值稅具備之條件並未包含獲利集團協議，即使該協議為基於公司所得稅目的之先決條件。

奧地利、丹麥、德國、義大利、新加坡、瑞典及英國的營業加值稅有集團之作法，至於法國、盧森堡、日本、墨西哥及西班牙之報告則明白表示無此作法。

關於其他稅目，德國及盧森堡的營業稅採行集團課稅，墨西哥對資產稅採合計作法，西班牙法院判決集團課稅侷限於公司所得稅，不得擴大適用於對商會之永續的捐獻。

2.3.4.3.財政的聯邦主義

二級政府或許對集團課稅的成果有興趣，特別是徵稅依附在國稅時。夾拿大實施集團課稅時遭受到省級政府之反對，日本採取集團課稅時限制在國稅基徵之範圍，以免地方自治政府產生稅收分配問題。

2.4.營業損失

2.4.1.規則

有關公司所得稅正常營業期間的營業損失，每個國家一開始就將每一公司獨立計算。就特定公司發生的損失可能延至以後年度扣除，該公司如採取將該損失前抵扣除以前年度之所得亦可退稅，因此即使每一個公司為一大規模集團的成員，損失的扣除亦侷限於其本身。

集團課稅乃因應而生，利用各種不同機制使某一公司集團成員間當年度的獲利及損失相互抵銷，作法上係於立法時限制抵銷的方式，以避免其與非集團成員交易產生的虧損作交易。常見的實務作法係於新成員加入前所產生的損失給予特殊的限制，任一成員脫離時亦有特殊的規定，就子公司而言其限制較母公司更為嚴格。

就集團層面而言，反對損失之交換並非僅有令人害怕之事，但實施集團課稅的確有助於損失之移轉，因此所有提出報告的國家幾乎都加以限制。

例如，澳大利亞有一特殊規定，凡合計後得移轉給母公司使用屬合計前損失部分有一定比率之限制。奧地利就Organschaft前某一成員之損失，僅能抵銷該成員之獲利，其他丹麥、德國、義大利、盧森堡、墨西哥、荷蘭及葡萄牙亦有類似的規定。法國制度對脫離的成員就喪失扣除的權利，損失仍留在母公司。根據荷蘭之規定，財務連結體解散後，分開的子公司可以帶走其合計前損失，該財務連結體之損失可以分攤之。日本規定子公司不能將合計前損失延後扣除，但母公司則可以，紐西蘭損失合計制與合計申報制都有限制之適用，美國實施個別申報限制之年度，在此制度下，集團合計成員產生的損失允許作分攤。

此外，大多數國家對於成員公司之重新調整結構都有詳細之規定，此種情況包括其成員合計其接收集團以外之營運，及其成員藉由分割移轉其營運給集團以外者，以及集團內兩成員合併成一家新公司。

以上大致看法引發新的問題，即使採行集團課稅時，對損失之分攤亦有限制，對有企圖之公司納稅人造成嚇阻作用。

2.4.2.規劃

如現行集團課稅不能提供滿意的解決方案，或僅僅是該國並未實施集團課稅，則公司集團有很多規劃技巧達成獲利及損失之相互抵銷。

例如瑞士未採行集團課稅，該國報告人廣泛性的提出四種可能的規劃技巧：(a)分配與資本捐獻；(b)會計方法；(c)交易方法；及(d)結構性的技術(如導管單位、合併、營業移轉及分割)。儘管該報告人提出的研究甚為完整，其所作的結論指出，規劃的方法常認為不完整且必須付出交易成本，因此其認為宜以立法規範集團損失分攤的機制。

比利時報告人也有類似的結論，他認為如有課稅合併時，公司集團的課稅情形應予簡化及澄清，因此主張實施集團課稅有其必要及急迫性，同樣之回應，烏拉圭報告人就公司集團之成員利用其同一集團其他成員之課稅屬性，亦認為有其正當性，以下將討論兩種規劃技巧。

2.4.2.1.移轉所得

非關係公司間不可能發生所得移轉之情事，下述舉例說明其經濟上之理論基礎。

設一賺錢公司A及一虧損公司B係相互獨立之兩公司，B基於公司所得稅目的有鉅額之損失額延後扣抵，其因資產價值仍超過負債金額，可繼續其營運。A以捐出現金100的方式移轉所得給B，A據以得扣除100，設設A及B適用之稅率為30%，另假設本案例亦無適用移轉定價之規定。

                       A                  B

稅前                 -100                100

稅額                  -30                  0

稅後                  -70                100

假定A與B另訂協議就節省之稅額分攤，若B給付損失利用費給A作為補償，此種交易對A與B發生利益。另一方面，如該交易就經濟觀點不能產生正的稅後報酬，A就不可能與B訂定所得移轉協議。假設B付給A的損失利用費金額為x，如減除該費用未有任何限制條件，其結果如下列：

                       A                  B

稅前                -100+x              100-x

稅額             (-100+x) ×30%             0

稅後             (-100+x) ×70%         100-x

一方面A將100做費用減除，將收取的x作為收入，其適用的稅率為30，則其課稅為(-100+x)×30%。因此，如以稅後金額為基礎，A加減後餘額變動金額為(-100+x)×70%。另一方面，B計算所得時，將取得之100列報收入，給付之x做費用扣除，B因有遞延之損失使其當期並無課稅所得，是以對其資產負債表的課稅影響金額為(100-x)。

為了讓A與B以損失利用之給付方式同意進行所得移轉交易，至少應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該交易對A的稅後金額有利可圖，亦指符合下列之公式：

(-100+x)×70%>0  (1)

第二個條件是該交易對B的稅後金額亦為有利，以下列公式表示之：

100-x>0        (2)

然而x不可能同時滿足該二公式，就(1)而言，x必須超過100，至於(2)，x必須小於100，因此(1)與(2)兩條件彼此互相矛盾，換言之，決不可能有任何正確之損失利用費金額使得A與B均能獲利。

上述有關所得移轉的經濟理論基礎得到的結論，是不相關的雙方個體不可能做此交易之安排，當然其計算時必須在不同的假設下修正之，例如，(a)逃稅：A隱瞞其所得，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該損失利用費，然而B採取此可疑的方法，A面臨逃稅處罰之風險，(b)租稅套利：A取得之損失利用費基於某些理由免予課稅，更有創意的，A移轉附有10%息票的債券給B，而B則給A為附有7.25%息票的優先股，儘管其稅前有價差，A由於取得之股利扣除，其稅後更為富有。上述之說明假定無此可能性。

A與B若是關係企業，其情況則截然不同。尤其是當A與B基於持股共同形成一個經濟體時，沒有必要支付損失利用費。假設上例A持有B所有股份，就股份所有型態而言，B所有資產即轉而為A所控制。當A移轉稅前獲利給B時，資產負債表就不再產生任何之餘額，A減少現金資產之同時，必然從擁有B股份之價值作相對之增加，公司集團僅是改變現金資產存放位置，從同一件衣服之左口袋移轉至右口袋，整體而言，該集團之總資產價值並沒有因移轉而有變動，因此，A得到減少繳稅之利益，並無取得損失利用費，此解釋為何關係企業間經常發生所得移轉之情事。

集團成員間進行所得移轉者常被專案查核，受到若干之規範。未實施集團課稅的絕大多數國家，基於課稅目的，不容所得之移轉為其政策方向。在阿根廷，國內關係公司間交易基於常規交易原則，視為獨立個體之交易。比利時法律原則上不同意納稅義務人間所得之移轉，捷克在移轉定價規則下有關獲利之分攤受到若干之限制，匈牙利採立法方式就國內間交易實施移轉定價制度，以避免集團成員間容易移轉利益及損失，印度稅法對關係企業間交易發生之費用准以扣除，其交易應符合公平市價、營業目的與利益之測試。韓國關係企業間交易納入反避稅規定之適用，秘魯之報告提到其實施嚴格之規定以免同一集團之公司間操作抵銷，南非對集團結構間實施移轉定價之規定與此非常有關，烏拉圭對同一公司集團之成員間交易適用實質原則。

加拿大採取的方法有點寬鬆，其報告人發覺可以用不同的集團內的架構及交易，達成有效的允許有限的集團內的損失分攤。例如，其中一種最常見的損失利用技巧，係一項簡單的移轉，將獲利的營業部分分割給有關係的損失公司，如果轉讓人拿回受讓人的股份，此種作法可採課稅延後的基礎，其設計並非完全的所得移轉，而係屬未來所得流入的移轉，該營業未來將產生足夠的所得抵銷售讓公司的損失。

芬蘭、挪威及瑞典的集團捐獻制度，係經由立法明定集團成員間得進行所得之移轉。

2.4.2.2.合併與其他結構性的替代方法

許多國家替代集團課稅的一種方法，就是以免稅及其他方法重新調整本身的公司組織。

假設某一賺錢公司P想藉由同一集團另一虧損公司L產生之損失，許多國家規定在某些條件下，經由合計手段，其損失可以留下。因此，P可以合併L，L可以合併P，或者P與L可以合併成立一個新公司，再此情況下，合併後新成立的公司能夠利用L先前入帳的損失。

許多國家提出的報告均提到此種技巧，匈牙利認為合計是集團間利用損失所喜歡的ㄧ種手段，係因公司轉換型態時利用公司的損失有很多消除規定。印度及韓國公司集團內，合併亦為大家所喜愛的規劃技巧，瑞士亦可能利用合併及被合併公司先前發生的獲利及虧損。

然而多數情況下使用合計前的損失有些限制，例如比利時法律規定，基於補償損失的目的，其限制條件係以合計或被合計公司的淨會計價值佔所有集團公司的相同價值的比例為基礎。加拿大規定合併及解散時限制其使用損失，捷克提出修正法案，就損失公司併入賺錢公司時其損失得遞延的幾項條件，依據祕魯法律規定，收購公司得利用其損失的額度限於併入時資產之價值。

集團課稅的其他替代性作法包含分割之使用及課稅導管實體，例如，一家損失公司L與一家賺錢公司P聯合成立一家課稅導管體T，T從事新營業創業投資，假定T從事創業投資業務初期階段之稅務申報為虧損，其損失立即轉入P與L，是以P應能按其當期投資T之股權比例扣除該損失，P擁有T之股權比例是否少於100%無關緊要，如P擁有T之股權比例為30%，則依導管處理原則，該損失之30%將分派給P，此特色使得納稅人無須受到集團課稅高持股條件之限制而得以利用損失。

此種結構性替代作法常額外增加非必要之成本，納稅人希望以子公司型態經營是業者，因課稅上的差異必然改變成立公司之部門。導管體或許不能滿足營業之需要，反而成立子公司型態經營能夠滿足該需要。但就這些構成的障礙而言，使用課稅導管體可能導致集團課稅失效。然而，從各國提出的報告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使用課稅導管體工具不能取代集團課稅。
2.4.2.3.穩定稅制的角色

防禦性的規劃設計較有機會考慮及被廣泛使用，以至於最終能改進集團課稅。縱使集團課稅適用門檻高及其規定複雜，在企業界仍有需要建立穩定制度，讓公司集團成員間的損失可以一併計算。

稅捐機關在有及沒有實施集團課稅的情形下，對租稅規劃的態度是否會有所不同，並未加以探究。一旦實施集團課稅，適用該制度以外之納稅人可能面臨較嚴格的查核，但從各國提出的報告資料並無強有力的證據顯示，常見的立法型態是國內的移轉定價規定與集團稅至共存，例如德國、葡萄牙及美國都是。

2.5.集團內移轉

2.5.1.規則

澳大利亞、法國、印度、義大利、日本、荷蘭、紐西蘭、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國及美國等十二個國家，於集團課稅規定，集團內課稅資產移轉時產生的利得得延後處理。

例如，出售者S先前以70價格購入一資產，於第一年，S以100價格銷售給B。於第二年，B將該資產以110價格出售。所謂延後處理係指該實現的利得30加以遞延，於該資產脫離該集團時，始將該利得於第二年一併計算。

有關延後處理之機制各有不同。關於遞延處理資產之適用範圍，挪威原則上適用於所有資產，印度基於資本利得課稅目的，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間資本財的移轉不認為是移轉，英國有關消除規定適用於所有資本財，但構成轉讓者及受讓者交易股票部分的資產則適用特殊的規定。紐西蘭集團成員間資產移轉之處理，視該移轉資產的型態而定，日本的做法是資產價值少於1000萬日圓者不適用滾動處理。

有關所得之計算，大多數國家作法有關集團過程是從每個個別公司成員之計算開始。遞延的所得或損失不是留在銷售者就是移轉給購買者，以上例而言，整個集團之利得為40，如B取代S的地位，繼承S的成本基礎70，以致B產生個別計算的所得為40。另一種替代作法是B該項資產的成本基礎是100，表示S的所得是30，而B的所得是10，就整個集團地位只要是認定為單一個體，此二種方法的課稅影響相同，然而特別是在S或B離開該集團，或者是在S或B有新加入的少數持股的股東，以及是在S或B經營倒閉的情形下，便與所得歸屬為何者有關係。

關於本問題，印度的做法是假如在規定的八年期間內達成某種條件，該遞延的稅負即移轉給B。美國規定，雖然保留個別個體之性質及計算其利得或損失，關係公司間交易視同單一個體各部門間交易，其作業細則規定之制定儘量使集團內部間移轉發生的所得、扣除、扣抵或股票成本基礎，所受到之扭曲能夠中性化。

如有任何事件會影響到集團公司彼此間的關係，遞延的利得或損失即可能要一併處理，典型的事件就是集團中有成員離開時，義大利、日本、紐西蘭、西班牙、英國及美國提出的報告就特別談到此一併處理之規定。1998年挪威所實施的抓回規定，須符合所有權持續的條件，以致少有人採用該制度。

許多國家對所得及損失採對稱一致的做法，英國及美國有些情況下有特殊的立法規定，以避免損失交易的濫用。

2.5.2.規劃

如果未實施資本利得稅，有關規劃的問題就與公司集團沒有關聯。如對公司持股有特殊的免稅規定，為滿足該免稅之規定，如何作規劃就與此有關。

紐西蘭通常不會發生有關持有其他集團公司及其他資本財的問題，對於折舊性的資產，集團間銷售對銷售者而言，其超過資產成本基礎部分會有稅負產生，因此欲達成免稅之移轉就會建議以租賃及合併為可能的技巧。瑞典稅法第23L章有特殊的規定，基於有效的營業理由而進行重整，同意得按低於市場價格銷售。

3.國際面

3.1.制度適用範圍

現行的集團課稅如何處理跨國集團公司？普遍為人認知，集團課稅適用範圍少有超越國界者，換言之，大多數情況集團課稅之適用範圍，侷限在國內居住者個體，另一方面，目前顯著的趨勢是其適用範圍，延伸至非居住者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特別是受到歐盟法律影響的國家。

表二：各國彙總
	國家名稱
	非居住者子公司
	非居住者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

	澳大利亞
	否
	否

	奧地利
	否
	是

	丹麥
	是
	否

	芬蘭
	否
	是 ( 2002解釋令)

	法國a
	是a
	否

	德國
	否
	是

	印度
	否
	否

	義大利
	是b
	是c

	日本
	否
	否

	盧森堡
	否
	是 (自 2001)

	墨西哥
	否d
	否

	荷蘭
	否
	是 ( 2003財務連結條例)

	紐西蘭
	否
	是f

	挪威
	否
	是

	葡萄牙
	否
	否

	新加坡
	否
	否

	西班牙
	否
	是 ( 2001立法)

	瑞典
	否
	是 ( 2001立法)

	英國
	否 (案件判決中)
	是f

	美國
	否g
	否

	a 於1965年實施利益連結制度，包含擴國投資活動，與表一所示之財務連結制度各有運作機制。

	b 寰宇連結制度。

	c 即於國內連結目的，與最高層次之控股公司是否為亦大之居住者併無關聯，其國內連結制度若符合某些規定條件，則允許國外集團公司當地即獲國外子公司於義大利設立分公司。

	d 若一墨西哥居住者公司擁有海外子宮，即於該國課稅目的不可能作合併處理，此種情況與1998年報導的國外子公司可納入連結申報制度，但該海外子公司產生的虧損卻不得併計並無不同。

	e 有關損失連結制度。

	f 包括集團消除及集團移轉。

	g 依據內地稅法第1504(d)規定，鄰近國家之子公司始有可能合計申報(加拿大及墨西哥)。


表2是彙總20國家提出的報告有關國內法架構下集團課稅適用在國際面的資料，本表不必然反映歐盟法律充分可能的涵義。所選的20個國家係依據先前於表1顯示得結果。表1國家回答是者，則該國家列於表2。所稱居住者或非居住者，其定義係依據課稅目的而非公司法目的，常設機構實體若是位於國內就認定在國內。

表2列入集團課稅兩項國際面的特定問題，首先，中間欄位標題“非居住之子公司＂詢問有關損失抵銷及集團內移轉遞延之處理是否適用於公司集團之非居住者子公司，答是者表示該處理至少有一項在其國內法有規定，如果涉及一項以上之制度者，則以附註說明適用何種制度。第二， 右邊欄位“非居住者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引發一項相關但不同之特定制度個人疆界議題。如果某一非居住者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得適用損失抵銷及集團間延後，則該國答是。表2並未對該常設機構究是否屬於母公司或子公司加以區分，又所作之歸類是基於現行之國內法之規定。

表2透露兩點事實，第一，集團課稅一般適用於非居住者子公司者有丹麥、法國及義大利三個國家，此種情況自1998年提出之總報告後未有多大改變，但義大利採取全球性的集團制度後即有重大的新發展。第二，或許較有重大意義者，有許多國家擴大適用範圍至國外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如奧地利、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西班牙、瑞典及英國等，這特別是從2000年後歐洲國家新的趨勢。

表2只是大略的做導引，將該兩項議題間合理的集團稍微做反映。假如非居住者子公司之損失為居住者母公司之獲利所抵銷，或許有人就會爭論何必討論非居住者子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之情況，此乃因該子公司之損失業已考慮在內。另一方面，縱使集團課稅擴大適用範圍於非居住者子公司，則若國內之常設機構係由非居住者姐妹或母公司所設立，則納入該國內常設機構仍有利於跨國公司。

3.2.非居住者子公司

何以政策決定者遲未同意對公司集團之非居住者成員給予損失抵銷或遞延處理之優惠，理由不外乎是財政收入考量及政成本。現行制度有許多是採選擇性的，如此納稅人僅認為可利用損失時，而且預期不會因為集團而增加獲利者，才會選擇適用。當折舊性資產有未實現利得者離開某一國家領域時，政策上自然的作法就是立刻加以課稅，而不會放棄發生於該國累積到目前之利得最後可以課稅的機會。
因此，政府作法傾向於單方的擴大該制度得選擇性的同意非居住者公司之損失抵銷及延後處理，如果一國不對國外子公司之利潤課稅，何必對其損失給予扣除呢？這也是大多數集團課稅維持適用於國內範圍之原因。稅收的觀點也是說明為何不願意採行集團課稅之另一現象，許多國家實施受控外國公司之立法及移轉定價規則之措施保護其國內稅基，該兩項措施均會影響跨國集團之作為。

儘管有稅收損失及行政成本之考量，例外的有丹麥、法國及義大利三個國家的集團課稅納入非居住者子公司之適用。美國採取的審查適用條件的規則，可謂是正式的合計申報制度以外之非居住者子公司事實上的合計制度。

3.2.1.丹麥的集團課稅制

在丹麥，非居住者子公司依據其公司稅法規定課稅者可以適用集團課稅，有關所得係依其規定計算。

非居住者子公司課稅所得之計算有特別之規定，(a)其課稅所得先以國外貨幣計算，再轉換成丹麥幣(b)當購買外國公司及加入集團課稅時，需提供特別的購入後的資產負債表(c)為了不致發生雙重費用之扣除(double dipping)，國外子公司之損失不得抵銷公司於適用集團課稅前發生的獲利(d)基於適用國外稅額扣抵之目的，國外子公司課稅所得適用特別的反避稅條款有金額上之限制。

集團課稅已普遍實施，儘管1995年起適用家數逐年減少，截至2003年度為止，已有1140家外國子公司適用該制度，自從提出歐盟損失指令後，所稱的再課稅制度(“re-taxation”rule)已經自1992年起開始運作，該制度重點是當外國子公司脫離集團後，先前適用集團課稅抵銷之損失應重新計算，該再課稅制度於1995年及1996年加以嚴格設限。

集團課稅對國內或跨國集團間移轉發生的利得，並無遞延課稅之規定。

2.3.2.法國集團課稅

法國自1996年起將非居住者子公司之所得加以合計計算，該項措施係屬其實施屬地主義課稅原則之例外，特別准許其適用該程序，結果目前僅大約有10個集團適用該制度而獲益。

集團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投票權超過50%者必須加以合計，每個成員基於課稅目地保有其自治權，個別應加以課稅。在未決定合計課稅之稅基前，須遵守法國之規定，國外所繳納的稅額得按個別國家為基礎，自合計稅額中扣除。

本制度有幾項優點：國外產生的損失准以扣除、國外稅額准以扣抵法國稅額、計算時消除限制及解除潛在適用移轉定價調整的風險。但本制度對於集團內部間資產之移轉需立即課稅，此與純粹國內集團間移轉不需課稅之情況不同。

3.2.3.義大利之集團課稅

義大利新的制度提供全球性的集團選擇，允許納入非居住者子公司適用。其規定控股公司需為義大利之居住者，與國內集團制度最大之不同，在於該全球性集團制度規定採比例的合計，以持有非居住者子公司之股份比例為基礎。另一不同點在於其選擇時需納入所有的非居住者子公司，低稅率區國家或領域之子公司亦包含在內，不得任意挑選其加入之成員。該居住者控股公司在計算稅額時得扣抵其加入集團課稅之非居住者子公司於國外繳納之稅額。

3.2.4.納入非居住者子公司適用之評論

上述三個國家之情況引人不解，據我們所了解，法國制度係因其本國採取屬地主義課稅原則，不准扣除國外之損失，但面對集團活動全球化趨勢，不得不採取審慎的政策。丹麥的制度適用更為廣泛，其立法規定當國外子公司離開集團時，需將先前發生的損失重新計算，至於義大利的制度尚待完成立法仍未實施。以下尚有三點適宜的評論，第一，假如愈來愈多的國外子公司加入適用集團課稅，則集團之聯結收入之分攤將會是愈來愈棘手的議題，而且兩個以上的不同國家集團制度間將增加其互動關係。法國報告提出出人提到法國母公司控制子公司的可能性，該子公司進而在當地適用集團課稅獲得利益。以此觀念進一步探討，試問下面舉例情況應如何正確分割其收入，有一法國母公司P持有100%丹麥子公司D股份，D又持有100%法國子公司F股份，此時丹麥允許其集團課稅適用於F嗎？如果法國及丹麥兩國同時適用，則P、D、F集團之所得應如何在法、丹兩國分攤？

第二，個案對限制性立法的攻擊引發報復之炮火，此乃雙方引用非歧視性條款規範之結果，毫無疑問的會形成一個有利於居住者不利於非居住者之制度，然而其不必然強迫立法使適用於居住者之優惠同樣得適用於非居住者，政府或許將兩者之優惠一併取消，使居住者及非居住者同樣適用該不利之措施，不採取任何措施以取代妥協的作法，並無歧視之發生，此同樣發生於兩稅合一設算制度逐漸式微之情況。

在英國現行制度下，例如非英國居住者公司為了抵銷英國居住者集團成員之獲利不能放棄其損失(除了其英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在著名的Marks＆Spencer案件中，一項歐盟法官之判決正等待與歐盟協定第43條制度之相吻合，英國報告人期待如果該判決不利於英國政府，而且歐盟各會員國不能達成政治上的決定，則將會有重大的改變，其暗示不排除會將集團消除制度及集團內部移轉制度加以廢除。

第三，在母國課稅制度(HST)一書所講的話是恰當的，因為非居住者子公司在HST建議方案中其實際效果上認定視同為居住者，任何全球性的集團制度唯一的缺點，在於如何決定一項大家都能接受的公式以分割各不同國家的收入。該建議方案一項值得讚美的特徵，就是以加值作為明確的分攤選擇。

歐盟會員國採行HST協約，對全世界甚至是歐盟以外的國家有深遠的影響，(a)當非歐洲跨國集團進入歐洲市場時，母國之選擇就變得更為重要。如果有些歐洲國家沒有實施集團課稅以抵銷損失或遞延集團利益，則對跨國集團就不具吸引力。(b)跨國企業以歐盟為基地，如能減輕稅負成本就更具有競爭力。(c)歐盟區域將朝向單一市場，然其他世界仍為雙邊協定網所涵蓋。然而如果有些國家參加HST協約，其他國家仍寧願維持不參加該協議，則歐盟會員國家發生分裂。
3.3.非居住者公司的國內常設機構

如果非居住者公司集團之成員在投資地國設有常設機構，即應在當地國納稅。如在當地國之所得應予課稅，則擴大集團課稅的適用範圍，將透過該常設機構經營活動納入適用即為合理。確實愈來愈多國家擴大適用集團課稅包括非居住者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

在表2歐盟會員國之國內法於2000年開始改變，回想過去，早在1986年於Avoir Fiscal乙案歐盟法院作出判決後，其花了將近15年立法時間給予非居住者公司之常設機構消除之規定。

3.3.1.典型的事實類型

在未分析各國報告資料前，可以方便說明典型的事實類型。本於該目的，荷蘭報告提供有價值的指引六種狀況可構成財務上的集團。為討論簡化將僅針對居住地之課稅測試，暫不考慮公司登記地，因此以下說明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假設非居住者公司P於國內設有一常設機構PE，控制另一居住者子公司S，如下圖3。主要的問題是PE及S是否構成S居住地國相關集團課稅的一部份，若是，如何對待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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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以國內常設計構為首之集團

第二種型態是居住者母公司P控制另一非居住者子公司S，S經尤其在母公司居住地國設立之常設機構PE經營主動業務，如下圖4說明。這裡牽涉的問題是P與S的PE可否加入P的居住地國集團課稅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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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非居住者子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

第三種型態是涉及係由一非居住者母公司及子公司所設立的一個以上的國內常設機構，如圖5所顯示。本項問題為該成立的兩家常設機構可否利用其所在地國之集團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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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非居住者母公司與子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

上述三種型態都能適用於荷蘭，但對於盧森堡及西班牙而言，其集團課稅僅適用於第一種類型。芬蘭、挪威及瑞典之集團捐獻制度均能適用上述三種型態，但基於捐獻者及收受者之區別而作進一步之限制。英國制度頗有彈性，超出上述之三種類型，甚至該集團消除制度能適用於英國子公司及非居住者之英國常設機構。奧地利母公司及子公司均具有有限納稅責任之資格，德國基於Organschaft之目的，如果有限納稅責任的公司納稅人在德國登記成立分公司，就成為一個母公司，德國報告人於目前合格子公司範圍內提出租稅協定適用問題。

以上所舉的例子只是最基本的類型，實務尚牽涉的集團架構更為複雜，其所有權有多重的關聯及兄弟姊妹之關係。

3.3.2.捐獻者或收受者

斯勘地納維亞國家已經將集團非居住者成員之國內常設機構，納入其集團捐獻制度之適用。芬蘭中央稅務局於2002年同意其芬蘭公司與瑞典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可適用其集團捐獻制度，該項解釋令可從歐盟法律所含括的扣除的支出與課稅所得之搭配、課稅協定之提供與成立權獲得合理說明。

在集團捐獻制度下，捐獻之成員減除捐獻金額，收受者將該相同金額列入課稅所得額。是以儘管就整體集團而言其稅負相等，惟其適用有利於捐獻者，對收受者未必有利。

在挪威就捐獻者及收受者之處理並不對稱，根據OECD租稅協定範本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無差別條款規定，財政部同意任何國外公司的國內常設機構於適用無差別條款時具備捐獻者之資格，然而財政部發現收取集團捐獻及資產移轉，得不認定係屬特定的利益，據此當國內的設機構不具收受者之資格時，不認為有違反無差別條款之規定。此種國內常設機構之不對稱課稅處理，於適用歐洲經濟區域協定(European Economic Area以下簡稱EEA)地區不致於發生此種情事。假設一常設機構之所有者係屬於EEA協定(歐盟會員國之列支敦士敦、冰島、挪威)一方國之居住者，則該常設機構便符合捐獻者及收受者之資格。

瑞典之集團課稅規定亦適用於EEA協定國居住者公司，係假定這些公司本質上類似於符合條件的瑞典個體，且集團捐獻之收受者就該捐獻金額須加以課稅。因此就其他歐盟會員國居住者公司，如在瑞典設有常設機構者，便能夠適用集團課稅者，至於該常設機構究屬於集團之捐獻者或屬於收受者，則在所不問。

3.3.3.損失放棄、資產延後(roll-over)或兩者？

在集團消除規定下，損失得於集團內部成員間移轉。紐西蘭與英國同樣顯示該規定有擴大之適用，依據紐西蘭集團損失之規定，對獲利之公司並無居住地之限制，其唯一實務上之限制，係假如其係屬非居住者公司者，必須有紐西蘭之來源所得，且該所得為非屬列表之毛所得(scheduler gross income)，亦即非屬就源扣繳之所得，任何公司之損失得為另一獲利公司之獲利所抵銷，須符合居住地之條件。

英國規定之限制於2000年取消，所有具集團關係之公司，無論其是否屬英國居住者之身分，目前均具有適用集團消除規定之資格，就國外母公司所直接持股的兩家英國居住者子公司，目前其彼此間有可能放棄適用集團消除之適用，以及非英國居住者公司於英國境內設立之常設機構放棄集團消除之適用。更確切的說，(a)任何國外公司與英國之活動有關，且該活動係屬於公司稅之範圍及不歸屬於任何活動，則該活動產生的利潤依據雙重租稅協定即不須在英國課稅者，則其於英國境內設立之常設機構所發生的損失即可要求放棄。此外，為了防杜雙重列報損失而進一步限制(b)英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只能在其獲利須課英國稅捐及依據雙重租稅協定不能免稅之限度內，其發生的損失始能放棄。

以上兩國損失抵銷之處理擴大適用於非居住者公司所設立之常設機構，另一方面，有關資產延後之情形不同。紐西蘭新的集團制度處理集團內部間移轉部分僅適用於紐西蘭居住者公司，與集團成員公司是否在境內或境外或兩者經營事業無關。英國基於課稅利得應課征公司稅的目的，作了一些改變，將外國公司與英國境內之常設機構納入適用，因此就共同為一家國外公司擁有之兩家英國公司間，及非英國居住者公司與其在英國境內設立之常設機構間，有可能按課稅中性的基礎作資產之移轉。其屬於移轉資產予英國境內之常設機構情況，該資產必屬於課征英國公司稅之範圍。

3.3.4.合計模式最近之改變

盧森堡、荷蘭及西班牙最近改變其集團模式，將非居住者公司集團成員之國內常設機構納入適用，盧森堡於2001年12月21日開始實施之法律第一次納入國際面的因素，集團課稅之申報可以應充分課稅之居住者公司為首，亦可以非居住者公司所設立應課稅之常設機構為首，但不可能適用於屬於集團子公司成員的一家非居住者公司盧森堡設立的常設機構。

荷蘭一般情況是須屬於其居住者之個體始有適用財務連結之適用資格，從2003年1月開始，立法實施作了重要例外之排除，應課稅之人如係以荷蘭設立之常設機構形式經營之企業，於某種情況下可為財務集團一部份。此例外不僅適用於其居住地在國外之企業，亦可適用於其實際有效管理處所在國外之公司。這些企業如果其常設機構產生的利潤課稅權落在荷蘭，即可適用財務集團制。於此情況下，有關財務集團的法律規定即2003年實施的財務集團命令，僅能適用於常設機構獲取的利潤，此外該利潤必須能在荷蘭加以課稅。如該企業個體適用財務集團制時充當母公司，則集團該企業的股份時應計入荷蘭常設機構的資產內。

西班牙的集團課稅原則上不適用於非居住者企業，然2001年立法後，一家非居住者母公司在國內設有分公司，其完全持有一家國內居住者子公司股份，則該分公司得適用集團課稅。又另一種情況，一家居住者母公司擁有一家非居住者子公司全數股份，而該子公司於國內設立分公司，除非於適用上述例外情況下，否則該分公司並不能適用集團課稅。於法律修正前，比利時公司設於西班牙的常設機構擁有大多數西班牙聯合股票公司的股份，可適用集團集團課稅，但該項規定已經被西班牙最高法院於2002年7月15日所作的判決否決。西班牙報告人認為，從歐盟法院法官重要的判決及未考慮OECD稅約範本與其相關註是的觀點，該項判決確有爭議。

3.3.5.租稅協定層面

各國報告顯示，的確有朝向修正集團課稅之趨勢，讓國內之常設機構更能適用。各國政府擴大其適用範圍以突顯無差別待遇問題，此可從德國、挪威及西班牙提出的報告可獲得明證。

法律上挑戰一直持續，奧地利報告人援引歐盟法律及無差別條款規定，批評現行制度所作的限制。就任一集團屬非葡萄牙居住者母公司於葡萄牙境內設立之常設機構與其境內設立之子公司而言，有關適用集團課稅的條件是否會發生與無差別原則不相容之情況，於法院尚未判決前，葡萄牙立法尚未面臨任何之挑戰。但葡國報告人注意到，集團課稅一般發展趨勢，受到歐盟法律或歐盟法院法官之判決之影響，逐漸朝向將居住者公司與非居住者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作一致之處理。

歐洲以外地區，新加坡報告人談到排除國外公司與其在國內之分支機構之適用集團課稅，引發租稅協定納入適用範圍之國外公司，是否會依據租稅協定無差別待遇條款規定，要求適用集團課稅之優惠問題，然而美國報告人卻未著墨無差別待遇條款之適用問題，至於日本報告人提到，其集團課稅並不致於對國外公司之國內常設機構之課稅更不利於其國內公司於國內設立之常設機構，因此其認為不致違反現行租稅協定之規定。

3.4.其他議題

3.4.1.公司居住地

第一是適用條件：本報告僅針對課稅目的探討成員公司之居住地問題，為方便作整體觀點之比較，其說明將簡化。實際上決定公司居住地之課稅測試標準，各國均有不同，而且基於公司法目的所適用之標準亦不同。

本報告亦針對國內法規訂下集團課稅之適用，如果集團課稅下將母公司認定係單一的納稅人，則其子公司基於居住地決定之目的是否要課稅，便發生一項協定適用的問題。荷蘭解決該問題的做法，係經立法方式將子公司認定係課稅之主體。

3.4.2.雙重居住地

其次，有許多國家提出雙重居住地公司的議題以杜絕雙重費用扣除之發生，例如德國採特別立法，讓母公司的損失已在國外扣除者不許再扣除。

2003年6月時，芬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依據國內法規定，否准對一家登記在芬蘭的公司所作的集團捐獻得作費用扣除，其理由係因該受捐獻公司基於課稅協議之規定芬蘭不予課稅。

紐西蘭禁止雙重居住者公司之連結損失，其牽涉的架構係透過資金的借貸，認定係兩國(例如紐西蘭及澳大利亞)的公司稅居住者，利用借貸資金投資於澳大利亞居住者子公司的股權，然後基於課徵紐西蘭及澳大利亞公司稅的目的，將公司利息費用於計算所得產生的損失加以集團。

瑞典適用的條件是收受集團捐獻者不得為協定另一方國居住者，然此項規定並不能充分適用於公司之有效管理地在EEA國者。美國於1986年增訂內地稅法第1503(d)條一項規定，隨後明定施行細則限制雙重居住者集團損失抵銷之適用範圍。於國內法增訂對雙重居住者限制條件之優點，在於縱使協定關鍵性規定不能給予滿意的解決時仍能發揮作用。

3.4.3.國外控制

第三，若集團課稅適用於集團成員最終為非居住者股東所控制的情況產生的問題，該稅制傾向隅要求該非居住者個體有實際的處所，或是如有涉及非居住者股東者保證能進行資訊交換。

因此德國適格的控制個體可能是一家管理處所位於國外之課稅導管公司，但其適用條件是該公司須於德國境內設立分公司，另一個須符合的是與分公司有關的適用條件。

在墨西哥，其控股公司須至少有51%具有投票權股份為墨西哥居住之個人所持有，或為與墨西哥簽署廣泛資訊交換協議的國家居住之個人或個體所持有。

3.4.4.非居住者中介公司

第四，集團集團成員之所有權控制鏈時有一家非居住者中介公司者，發生該集團之定義是否符合的問題。典型的情況是，P為一家居住者母公司，控制一家非居住者子公司S，S再持有一家居住者子公司D所有之股份，問題是P與D是否列入集團課稅之適用範圍，此說明如下面之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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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非居住者中介公司

此問題與前面第3.2.節討論有關P與S是否能適用集團課稅者有所區別，這裡的問題並未討論S應否納入適用，而是在暫且不論該所有權控制鏈存在著非居住者S之事實，P與D有無適用集團課稅之問題。

盧森堡之集團課稅不可能適用於中間夾有一家三明治的國外公司，但編號第5232的法案未來將允許完全控制一家應課稅之外國公司之國內公司，與一家為該外國公司所控制的國內公司作集團。

瑞典提出有趣的案例，於1993年做出的判決，係有關一家美國公司夾在瑞典一家母公司與一家子公司間，由於該美國公司夾在中間，捐獻行為當時並不符合適用條件，法院引用瑞典與美國租稅協定之無差別待遇條款。同年另一項判決是有關同時適用兩個租稅協定之問題，為該案最後並不同意其費用扣除。

2001年瑞典之立法係遵循歐盟法之精神及歐盟法法院對X  AB及Y  AB案件(C-200/98)之判決結果。該案件牽涉的是有關集團捐獻制度一項特殊規定的適用問題，其事實是一家瑞典母公司X直接持有Y58%的股份，其餘42%股份為其多家子公司所持有。如該間接持股部份係屬瑞典子公司，則該等子公司可併入母公司，進而收受捐獻之公司可併入母公司；但假如該等子公司係屬國外公司，基於公司法並無規定跨國界之合併，故不許合併。最近發生的案件均因該特殊規定而排除集團捐獻之適用，但歐盟法院認為該項規定違反歐盟協定第43條及第48條規定。

3.5.租稅規劃的可能性

誠如上述說明，許多國家的集團課稅僅有限度的擴張適用於跨國界的情況，瑞典報告人提到大多數情況已包含在內，但仍有罕見的例外之一種情況，因為集團課稅允許納入非居住者集團成員(EEA國之居住者)已超出其稅基會實際脫離該國之控管限度。其補充說明如果未實施集團課稅，想作正確之租稅規劃亦不容易。

各國提出的報告均論及跨國界有趣之租稅規劃技巧，若干安排已帶來立法反制之措施。匈牙利集團內部間服務之提供最常被公司集團成員間用來作為移轉所得的手段之一，直到2003年9月1日生效實施的移轉定價認證條件為止。

以下介紹各國無論有無實施集團課稅下三種規劃設計(a)子公司股份實現的損失；(b)轉換至分支機構；及(c)利用課稅導管個體。

3.5.1.子公司股份

在某些情況下，ㄧ家母公司P會對一家經營失敗的子公司S股份的成本基礎往下調整，然後減除其歷史成本及新的成本基礎之差異金額，此時減除的是股份。因此該項調整可資辨識的係指從S到P的損失移轉，以及是從P到S的所得移轉。

該案例與股份的賣斷銷售亦有不同，以上例而言，P繼續持有S的股權利益，如果P將S的股份出售給第三人，兩相比較之下，P將喪失對S的控制。有些國家於繼續持股的情況下已重新評價股份，採取較嚴格的方式檢除損失。此種技巧於奧地利報告中提及，儘管其國際持股的制度已有改變，比利時亦有特殊規定允許此種往下調整的機制。

3.5.2.分支機構

如母公司不能利用同集團的非居住者子公司產生的損失，則ㄧ種明顯的替代作法是將子公司轉換成分公司。比利時的租稅協定夥伴國可將利用之子公司取代改成分公司，使得比利時母公司能夠立即減除分公司的損失。義大利報告人建議採分公司的型態，墨西哥報告亦如此建議，當然從現有組織形態轉換成另一種新的形態，會增加商業及租稅的成本。

有關集團內部間移轉的延後處理，多數情況下跨國界的租稅規劃似不切實際，挪威對於資產移轉給分公司無須課稅，但就固定資產移出挪威課稅區時，卻有特殊的資本利得課稅規範。

3.5.3.導管體

此種創意源自於集團一種可能的動力，其會成立課稅導管體利用原本無法利用的損失，而且常使用混合的架構對其不搭配(dismatches)者加以利用。

從特定國家的觀點，課稅導管體就國外到國內或國內到國外兩個方向有關，就國外往國內方向，跨國企業在投資地國建立導管體。至於國內往國外方向，國內集團於國外建立導管體。

澳大利亞報告提出一個由國內往國外的交易，LLCs與LLPs在國外被當作導管體課稅，基於澳大利亞課稅目的，毫無疑問的視為其本國之公司，因此一家開曼群島導管公司基於澳大利亞課稅目地當成是該國之公司，該導管公司之任何損失不得用來掩蔽(shelter)澳大利亞公司的國外所得，然而正在該國國會立法的草案，允許納稅義務人得選擇LLCs與LLPs以合夥組織型態處理。

假若韓國母公司投資一家國外導管體譬如是合夥組織或是S公司，其對該導管體的營業所得或損失應有部份，不會直接反映於該母公司的課稅所得上。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外人透過國外成立的導管體投資於韓國之企業體，韓國稅捐機關將尊重其分類。

ㄧ項更贊成作主動性的租稅規劃，就是利用企業個體分類上的不搭配，似乎在此領域仍有諸多的規劃空間。紐西蘭目前可讓兩國請求利息扣除有顯著適用間，例如，ㄧ家美國母公司取得一家紐西蘭公司股份，該美國母公司可透過一家紐國之無限責任公司(ULC)取得該紐國公司之股份，而基於美國課稅目的，該ULC可選擇視為一家導管體，美國母公司取得股份所需之資金可以借貸方式取得，該借貸資金以計息方式轉借給ULC。ULC課稅時得申報利息扣除，至於美國申報課稅時，並不管ULC及美國母公司間的利息，因此美國母公司課稅時可將其發生的美國利息成本列報資金融通之減除。

美國在此租稅規劃主要的驅策者就是採行逐項檢查之規定，目前納稅人於課稅時能自行選擇其子公司是否視為公司或合夥組織，因此兩地間的不搭配更容易操控。美國報告人有一創新構想，就是採混合架構(美國以導管體處理，但依據國外法卻以實體處理)及反轉的混合架構(美國認定為公司，但依據國外法認定為導管體)兩者並用之方式處理。

4.結論

公司集團有許多可用的租稅規劃技巧，達成其集團成員間進行損失之分攤，或執行集團成員內部間移轉之課稅遞延目的，但這些租稅規劃技巧往往不周延或帶來交易成本。因此公司集團為了在穩定的課稅環境下生存，有必要進行法制工程。

大多數情況之集團課稅之適用範圍侷限於國內居住者企業個體，然而特別是在歐盟地區，其明顯的發展趨勢是將該制度之適用擴張到非居住者公司設於國內之常設機構，有關集團課稅議題於考慮全球化的影響時，廣大國際社會尤需作更多努力，俾能促進國際投資及達成稅收作更合理之分配，此大部份有賴於全世界租稅專業人士未來之合作。

第三部分：會議討論情形

壹、雙重不課稅

一、 OECD稅約範本

A. Roy Rohatgi教授（印度籍，以下簡稱R教授）就印度高等法院之觀點總結印度簽署之租稅協定之目標及宗旨係含括防杜雙重不課稅，其主張係以法院對協定選購(treaty shopping)之觀點(認為既非不合法亦非不道德)及以往聯合國稅約範本(UN Model)註釋為基礎，按聯合國稅約範本為開發中國家所廣泛採用，與反映已開發國家目標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稅約範本(OECD Model)之不同，因此其租稅協定所考量的雙重不課稅係以聯合國稅約範本為基礎。Kees Van Raad教授（荷蘭籍，以下簡稱VR教授）認同此看法，印度高等法院之判決應就個案事實及情況之層面看待。

B. Hugh J. Ault教授（美國籍，以下簡稱A教授）援引1927年國際聯盟報告，主張應致力於避免雙重不課稅，確保各類所得應僅課一次稅之原則，其舉出不同之雙重不課稅之案例，有些顯然是故意的，有些雖然不是故意的，但經由適用維也納公約合適的協定解釋可以避免，而這些不是故意但協定文字通常意義是不允許作合適的解釋。

C. Machael Lang教授（奧地利籍，以下簡稱L教授）認為由於租稅協定之目標及宗旨在於分配課稅權，因此發生雙重不課稅的可能性應能被接受，但若居住地國採取稅額扣抵法機制時，雙重不課稅之危害程度較輕。J. Scott Wilkie先生（加拿大籍，以下簡稱W先生）認為就租稅協定之條件言，並未要求一方國必須課稅，但就簽訂租稅協定分配課稅權而言，該一方國有課稅之期待。W先生續就加拿大Crown Forest乙案探討，該案加拿大最高法院主張，必要之納稅責任係指，就納稅人取得租稅協定之利益而言，其必須適用一國完整之稅制，而未必有一定程度之課稅。Daniel Gutmann教授（法國籍，以下簡稱G教授）就此問題提出兩項問題(1)一國法官所能深入查核之程度及解釋他方締約國之法律(2)是否租稅協定應從寬解釋以達成課一次稅，或照字面上解釋允許雙重不課稅。譬如法國就是照字面上解釋，無法進一步擴大解釋租稅協定。VR教授認為課稅之義務為OECD稅約範本第4條之核心概念，隨著時間經過OECD文獻已經發展出十分廣泛之概念。

D. L教授就居住者認證問題辯稱，儘管其並非租稅協定法之一部份，稅捐機關認為基於取證之必要性，使得該認證成為適用租稅協定另一項條件。L教授主張居住者認證不應成為唯一的證據，而是諸多證據之一部份。G教授提出法國之觀點，該國Conseil d'Etat乙案主張法國稅捐機關不能以行政上的要求而主張適用租稅協定。

E. VR教授說明，OECD稅約範本新的註釋對第23(1)條解釋，就消除雙重不課稅及雙重課稅十分有幫助，A教授亦同意其說法。然而L教授不認為其有顯著之效果，蓋第23(1)條僅係註釋所給的涵義。G教授亦質疑OECD解釋之合法性，其詢問為何吾人不能簡單的說，若一國不課稅則另一國即可課稅。R教授提到非常少的國家報告同意OECD的觀點，認為法院不可能接納此觀點。

F. 聽眾席上來自荷蘭之Kennerman教授建議，為避免經濟上的雙重課稅，租稅協定可納入雙重不課稅作為特別規定，以強迫法官加以考量。

二、雙邊應課稅條款(subject-to-tax clauses)

1. 本議程與前述議程多少有些重疊，Mike Waters先生（英國籍，以下簡稱MW先生）指出，若他方締約國有參與免稅(participation exemption)、損失消除或低所得之門檻規定，英國不會使用應課稅條款，但若不課稅或對各種所得免稅，即採用之。

2. Patricia Brown女士（美國籍，以下簡稱B女士）及Porous Kaka先生（印度籍，以下簡稱K先生）認為OECD稅約範本第23A(4)條能有效運作成為應課稅條款，MW先生以某一加拿大居住者受僱於加拿大駐德國之大使館工作為例作解釋，認為兩國租稅協定第19條係唯一的分配規則，非屬應課稅條款，依規定該納稅人無需納入德國稅基課稅。

3. B女士認為利益限制條款在特殊情況下應與應課稅條款結合，但直到今日正常情況不能適用應課稅條款，Marjaana Helminen教授（芬蘭籍，以下簡稱H教授）從歐盟協定觀點質疑利益限制條款。

4. Irene Burgers教授（荷蘭籍，以下簡稱B教授）扼要說明奇特的荷蘭有關退休金反向扣抵政策，以及其適用各種應課稅條款。MW先生舉例說明，一國對英國居住者發生之所得或利得課稅給予之消除，由於英國係於所得匯回時課稅，故該消除之規定僅適用於英國課稅之所得或利得之金額。

5. B教授隨後探討各種不同類型之應課稅條款，就絕對及相對數量化及不同的描述標準加以區分，其結論認為OECD在稅約範本有關第4條及第23A條之註釋造成混淆。

6. K先生說明舉證責任問題，提出正式之評估是否必要及納稅人是否能堅持任何之舉證責任。關於損失及所得門檻之免除問題，MW君建議，英國情況儘管係因損失及其他消除規定而無需繳稅，所得仍應課稅，其認為若一國沒有誠信以設算方式課稅以符合應課稅之標準，租稅協定應重新諮商或停止適用。

7. B女士探討時間性之差異及核課期間發生的程序上困難，時間性的差異產生不能預期的扣繳稅款之退稅，至於核課期間可避免納稅人取得因時間性差異發生的退稅款，其可能的解決途徑係納入消除的稅額扣抵制度，規定稅額扣抵得後延或前抵方式處理，以及如同美國作法准許納稅人延長核課期間。L教授建議，國內法時間之限制係基於國內法立法目的而適用，但不能適用於租稅協定。K先生認為，相互協議程序不能解決該項難題。

8. 聽眾席上來自德國之Reimer博士建議採用轉換條款之規定，若適用免稅法有困難時，可允許居住地國從免稅法轉換為扣抵法，可達成課一次稅之目標。L教授關心由於轉換條款產生不確定性引發憲法上的難題，而且轉換並非能掌握所有狀況，因此其建議不採用轉換條款，而係採用標準的應課稅條款以降低目前各種版本的差異。K先生建議可授權一方國課稅之情形，係協定生效之後，若先前某類所得於他方國應予課稅，但隨後即停止課稅之情況。B教授主張一個合理的課稅水準範圍(OECD決定的國際水準)，以解決不正確適用應課稅條款之情形。L教授保留K先生有關未來修正國內課稅彈性損失及現行租稅協定影響之建議，其亦懷疑B教授之建議，主張合理之課稅水準係屬國內經濟政策之問題。

貳、集團課稅

一、預備會議

1. Wolfgang Gassner教授（奧地利籍，以下簡稱G教授）主持的預備會議，首先對各國實施集團課稅的理由作大體上之說明。G教授認定集團係一個經濟單位，其認定全球化及租稅之競爭為該稅制實施最重要的理由。隨後Yoshihiro Masui教授（日本籍，以下簡稱M教授）將現行之集團課稅分類如下：

· 德國及奧地利之Organschaft制（2005年廢止）：係將子公司視為母公司的內部器官；

· 集團捐獻制（北歐之芬蘭、挪威及瑞典）：允許所得於公司集團間延後；

· 集團消除制（紐西蘭、新加坡及英國）：允許損失於集團間作課稅有效之移轉；

· 合併制（大多數國家所採行，如澳大利亞、日本、墨西哥、荷蘭及美國）：包括各種不同之合計制度。

2. M教授、Ken Spence先生（澳大利亞籍，以下簡稱S先生）及Jürgen Lüdicke教授（德國籍，以下簡稱L教授）說明集團課稅主要適用條件之大致輪廓，並對集團課稅主要適用條件總結，認為與合格企業體身份、股東條件及是否選用有關。
3. S先生說明子公司加入集團課稅前之損失如何處理，Fernando B.Ruiz S.先生（墨西哥籍，以下簡稱R先生）提出公司解散或公司離開集團時之損失處理，以及Theo J.Keijzer先生（荷蘭籍，以下簡稱K先生）舉例說明其所觀察之現象。大多數集團課稅限制損失之使用，進入集團前之損失，例如任何子公司進入集團前之損失，常不能抵銷其他子公司之利潤。有關離開之情況，其處理一般係決定於其損失是否係發生於進入集團之前或發生於成為集團成員期間。討論小組說明限制子公司進入或離開時之損失使用，從稅收之觀點係有道理，否則易產生租稅規劃。

4. 討論小組亦探討有關集團內部間交易產生的資本利得或損失之處理。除了認為與其它的事物是否有關聯外，M教授尚認為一國之立法盈虧互抵與利得與損失之處理兩者間之關聯是否可加以辨認，但其發現雖然此兩者因素通常類似，卻不一樣。

5. K先生提出兩案例，討論OECD在稅約範本是否允許或反對在集團課稅架構下國外母公司所擁有之國內公司或國內母公司所擁有之該國內公司兩者間之差別待遇，就第一種情況而言，一母公司（P）為R國之居住者，擁有三家子公司S1、S2及S3。S1及S2為S國之居住者，S3為R國之居住者，S3在S國設有常設機構。K先生說道，若P及其三家子公司均係同一國之居住者，則皆可適用集團課稅。然而S1及S2與p非屬同一國之居住者，此種情況於大多數國家均不能適用集團課稅。K先生繼續提出問題，假定S1及S2在S國建立一個集團，則S3在S國之常設機構依據OECD在稅約範本第24(3)條規定得否加入S1及S2集團。依K先生見解，該常設機構若不得加入成為該集團之成員，依上開條文規定將產生差別待遇。就第二種情況而言，一家祖母公司（GP）為S國之居住者，完全擁有一家R國居住者之P公司，而P公司又完全擁有兩家屬於S國居住者之子公司S1及S2，K先生提到於大多數國家之情況下，即使依據OECD在稅約範本第24(5)條規定應能如此做之情形下，GP、S1及S2不得成為集團。
6. 場外Sasseville（OECD租稅專家）先生加入討論，其說道直到今日，OECD尚未檢視國內母公司之常設機構與子公司，基於確保享有集團課稅之利益目的而適用OECD在稅約範本第24條規定。Sasseville先生之見解，該第24(3)條及第24(5)條規定僅與企業的一部分課稅有關，而集團課稅卻與集團兩個以上部份之課稅有關，依其見解集團課稅尚未納入OECD在稅約範本第24條草案予以考量。

二、A分組會議：集團公司之租稅規劃技巧

A. 本分組每一討論成員首先就各國集團課稅顯著特徵大致加以描述，Richard Tremblay先生（加拿大籍，以下簡稱RT先生）特別傳達加拿大課稅有效集團重整之吸引力，該國乃要求形式重於實質之國家。討論小組成員接著討論四種情況之課稅涵義，每一種情況的一部份或更多部份係就其本國情況加以建構。

B. 第一種情況非常直接，首先就一家義大利母公司的兩家子公司進行合併，其中一家子公司係屬英國或美國之賺錢公司，另一家則係屬此兩國之ㄧ的虧損公司，為便於小組討論其課稅涵義，上述假設情況加以變動，若該母公司及一家或兩家其所屬之子公司均與該母公司為同一國之居住者，Messrs Glass及Schuch兩位先生問道，該子公司所在國之減稅是否會產生該集團整體稅負之節省，以及母公司額外之課稅是否會取代海外租稅規劃之利益嗎？

C. 第二種情況係有關於一家美國母公司之兩家子公司，其中一家賺錢，另一家虧損，均屬加拿大或韓國之居住者。該賺錢之子公司購入虧損公司發行之優先股，而該虧損公司則向該賺錢公司發行債券，此種現金流進流出（round robin）使得稅基從賺錢公司移至虧損公司。Marlin Risinger先生（美國籍，以下簡稱MR先生）就所有情況提出美國涵義之完整分析，以及表達對國外受控公司專章（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Subpart F）特別之關切，但其建議採逐項檢視其條件適用之替代方法而避開使用國外受控公司專章。Bernard Glass先生（英國及，以下簡稱BG先生）指出，如果該母公司係屬英國之居住者，若其兩家子公司非屬歐盟會員國之居住者，則上述發行之債券及優先股須獲得英國財政部之核准。

D. 第三種情況涉及股份交換，首先是一家英國母公司與其一家賺錢之子公司及一家虧損之子公司，兩者係屬義大利或美國之居住者。經過股份交換之結果，使賺錢之公司擁有虧損之公司。Tommaso Di Tanno教授（義大利籍，以下簡稱DT教授）指出，若集團鏈下層之虧損公司為義大利之居住者，其不得選擇適用國際之合併，因為若要採此作法，則該公司必須為義大利之公司或上市公司所擁有。其建議採行一種透明的替代作法，於此作法下，若該義大利公司的50%股份為美國公司所擁有，其餘股份則為英國母公司所擁有，該義大利公司可選擇成為一家（不課稅）之導管個體，其所得直接歸屬其股東，即指該美國公司及該英國母公司。Schuch先生認為，於適用奧地利新實施的集團課稅下，一家奧地利賺錢公司與一家奧地利虧損公司及一家美國虧損公司，將會是一個好的範例。其發現若一家奧地利賺錢公司成為義大利虧損公司之母公司，基於奧地利課稅目的而准予扣抵該義大利子公司之虧損時，即增加其課稅之會計處理負擔，但該義大利子公司若為賺錢，基於義大利課稅目的，即不會增加其負擔。Woo Taik Kim先生（韓國籍，以下簡稱TK先生）說道，就韓國層面而言，若韓國賺錢公司購買（acquire）一家韓國虧損公司，則不許合計。

E. 最後一種情況係有關一家韓國母公司，於義大利或美國設有一家分公司及一家子公。該子公司購買該分公司，TK先生指出，該韓國母公司於核定其韓國應納稅額時，與該結束營業之該分公司之公平評價有關，但該分公司出售時，其過去之損失卻不得重新抓回（recapture）扣除。此與MR先生提到的美國情況完全不同，於美國情況，美國母公司可以將其海外分公司出售時其以往發生之損失得抓回扣除。

F. 聽眾席上某一代表問道，於擁有少數股份情況，集團間交易其損失應如何評價。Messrs Glass及MR兩位先生答以該損失評價係屬私人契約事宜，非屬課稅立法之管轄範圍，MR先生亦指出，美國內地稅局不認為課稅損失之讓與價值之給付係屬有價值之給付，換言之該損失並無任何價值，因此若有任何給付必為其他有價值之事務，例如係屬設算股利性質。

三、B分組會議：歐盟法有關集團公司課稅

1. 本分組會議首先由Jean-Marc Tirard（法國籍，以下簡稱JMT先生）綜合介紹歐盟集團課稅之現況，依其介紹，比利時、捷克、愛沙尼亞、希臘、匈牙利、立陶宛及斯洛伐克之稅法規定，現行並未實施集團課稅。其他歐盟會員國法律則有上述1.介紹之四種基本概念之集團課稅。此外，僅有四個（奧地利『自2005年起』、丹麥、法國及義大利）會員國將其集團課稅擴大適用至非居住者集團公司，允許跨國境之損失沖銷。隨後，Lucie Vorlicková先生（捷克籍，以下簡稱LV先生）對歐盟會員國採行之集團課稅主要特徵作扼要之介紹。

2. Stella Raventos Calvo女士（西班牙籍，以下簡稱SRC女士）接著說明歐盟有關集團課稅之現況，其發現截至目前歐洲法庭尚未對集團課稅有任何之判決。關於歐洲法庭通常加以考量的毆盟協定對基本自由之一的限制的可能合理說明，其指出在集團課稅之情況下，依循稅制之合理說明並不適格，依賴稅制之一致性須在租稅優惠之提供與該項租稅優惠之抵銷彼此間具有合法之關連，然而若在集團課稅下牽涉有各種不同之納稅人，不可能有直接之關連。

3. 小組討論成員一探討目前懸而未決之歐洲法院Marks & Spence乙案，本案廣泛的考慮在英國稅法有關集團課稅不適用於跨國境之問題，是否構成對設立自由之ㄧ項限制，按英國稅法係同意集團課稅可適用於國內情況。Matthias Mors先生（歐盟官員，以下簡稱MM先生）特別提到，若歐洲法院作出結論認為不能適用跨國境之集團課稅，對公司設立自由係不合理之限制，則歐盟會採取何種措施之問題。至於該項可能之措施(例如包括對該項決定加以調整、於歐盟層級採取行動確保歐盟層次有一致性或尋求改變歐盟協定)，MM先生提到取消內部消除之規定，歐盟會員國對此項規定不願擴大適用於跨國境之情況。然而其不認為此項措施長期可行。最後MM先生探討歐洲委員會有關跨國境損失補償之計畫，其提到跨國境損失補償之不可行，在歐盟地區將構成跨國境經濟活動的一項主要障礙。參照該委員會（最近從2002年起）提出的建議方案（尚未成功），MM先生認為歐盟會員國現行實施的各種不同之集團課稅，乃該項問題複雜性的主要原因，其以簡要說明目前探討有關歐盟層次實施共同的合併報稅制度做出總結，有的國家表示接受，有的則表現敵意。另一種可行方案，建議以現行國內制度適用於跨國境之損失補償，同時採取反對不符合歐盟協定之差別待遇制度。

第四部分：結論與建議

本次會員大會討論的兩個有關國際租稅最近發展的重要主題，對於我國未來國際租稅政策發展有很重要的涵義，僅就個人參加本次大會之心得提出淺見及相關建議說明如次：

壹、集團課稅部份

從本報告之分析，公司集團課稅是想達成集團成員間的利潤及損失相互抵銷，及延後承認集團成員間資產移轉發生的利得兩項目標。就提出之30篇各國報告，其中有20國實施集團課稅，當中11個國家的集團課稅涉及該兩項目標，僅損失可以互抵者有19個國家，僅規範延後承認集團成員間資產移轉發生的利得則有12國，至於未實施集團課稅者有10國。我國集團課稅制見於金融控股公司法(以下稱金控法)第四十九條，及企業併購法（以下稱企併法）第四十條規定，凡金融控股公司或母公司選擇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合併結算申報課稅所得額即應納稅額之計算、合併申報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稅額之計算、營業虧損之扣除、投資抵減獎勵之適用、國外稅額之扣抵、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處理、暫繳申報及其他應遵循之事項之辦法，由賦稅主管機關定之。

在所有20個實施廣義的集團課稅的國家，具有高度持股關係合格條件的集團公司才可適用該制度，謹就該制度適用範圍的三個主要因素與我國集團課稅作一比較：

· 合格的企業體

大多數情況集團課稅能適用的企業體，侷限於繳納所得稅的公司納稅人，該制度通常不適用於免稅及非居住者公司，但亦有例外；母子公司條件有所差異，控制的股東可以是個人及免稅企業個體，以及是正常的課稅企業體如聯合股票公司；至於適格的子公司則為課徵公司稅的公司組織。依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以下稱金控法)第四十九條，及企業併購法（以下稱企併法）第四十條規定，係以國內金融控股公司（或母公司）所控制之國內子公司為限，所稱公司係指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條件

各國門檻規定必需為對子公司的表決權、發行的股份總數及或為該股份的公平市價從50%至100%不等，大多數國家持股條件訂為100%，但因員工認股酬勞計畫及有些情況子公司持有本身的股權緣故而有少數例外。我國金控法及企併法規定之持股需達子公司（或出資額）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90%者，始得選擇以金融控股公司（該母公司）為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合併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及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 選擇與否

大多數國家納稅人得要求選擇適用之，並由稅捐機關核准。集團成員選擇適用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途徑，一種是如集團決定適用集團課稅，則所有其成員符合持股條件及其他條件者均須全部加入適用，另一種方法允許集團內符合持股條件之某些成員自由選擇，在此方法下，成員加入與否會有微妙的影響，如集團可以不花費任何成本調整其持股比例，則上述兩種方法差異並不大。我國金控法及企併法規定申請適用程序較為周延，選擇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合於規定之本國子公司，應全部納入申報，且自其持有期間在依課稅年度內滿十二個月之年度起，始得依相關規定合併辦理申報；其選擇合併申報，無須事先申請核准，一經核准，除因正當理由，於會計年度終了前兩個月內，報經賦稅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變更。其經核准變更採分別申報者，自變更之年度起連續五年，不得再選擇合併申報，其子公司因股權變動不符合規定而需個別辦理申報者，自該子公司個別申報之年度起連續五年，不得再納入合併申報。
從以上之國際間集團公司課稅制度，個人建議我國應明確規範集團企業間財產交易之所得或損失，應延至該財產移轉至集團公司以外之企業或個體時一併計算，由於此乃國際間對集團課稅制度主要規範之ㄧ，而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雖有連結稅制之規範，對於集團公司可選擇以母公司為納稅義務人，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惟並無規範母子公司或各聯屬公司之間財產交易之損益計算應遞延至該財產轉移至集團以外之公司時一併計算，因此若國內集團公司內部間進行財產交易，除應依規定開立發票繳納營業稅外，因其產生之損益乃集團內部間同時作加減，似無必要計算損益申報所得稅，建議應於稅法中予以明確規範。

貳、雙重不課稅部分

一般人對國際間交易的印象大都停留在所得發生雙重課稅之情事，故雙邊租稅協定之簽定係以避免雙重課稅為主要目的之一。惟近年來納稅人從兩國以上的國內立法產生的課稅漏洞獲取利益，特別是若干所得完全不課稅之情況愈來愈常發生，此種發展目前有賴稽徵機關嚴格深入查核。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已將此列為重點議題，確保所得至少需課一次稅；最近簽定之租稅協定納入特殊規定，以避免雙重不課稅，稅捐機關依據OECD租稅協定約本規定，持續不斷在檢討雙重租稅協定規定之解釋，期望能確保所得至少課一次稅。

我國國際化、自由化程度愈來愈高，國際貿易與投資金額逐年增加，涉及之國際租稅問題愈來愈複雜，如何與國際接軌為我國現階段租稅政策之重要課題之一。如為貫徹所得課稅公平，達成上開所得至少課一次稅之目標，以避免若干所得完全不課稅之不合理、不公平現象。建議如下：

一、加速完成所得稅法之修正，將個人綜合所得稅之課稅範圍修正為屬人兼採屬地主義

由於我國現行個人綜合所得稅之課稅範圍採屬地主義，僅就境內之來源所得課稅，因此中華民國境內之居住者取得境外之來源所得並不課稅。若我與他國（例如荷蘭）簽訂之租稅協定規定，我國居住者取得該他方國之其他所得，該他方國並無課稅權之情況下，則該我國居住者取得該所得於兩國皆不課稅，即形成所謂之雙重不課稅。為期課稅公平合理，財政部經檢討決定與國際接軌，採取與大多數國家對個人所得稅採取屬人兼採屬地主義之課稅制度，目前相關之所得稅法修正草案已由行政院通過送立法院審議，惟尚未排入優先法案審查。

二、應檢討現行營運總部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免稅之問題

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七十條之一規定，為鼓勵公司運用全球資源，進行國際營運布局，凡在我國境內設立符合規定之營運總部者，其取自國外關係企業因提供管理服務或研究開發之所得、權利金所得、投資收益及處分利益，均予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本項規定係為鼓勵跨國企業在台灣設立營運總部，固有其政策上之考量，惟歐盟及美國等先進國家有鑒於各國近年來紛紛採取不當之租稅競爭，以提供租稅減免手段，吸引其他國家投資，應予遏止，故其在與他國簽訂雙邊租稅協定時，納入利益限制條款。

例如我與瑞典簽定之雙邊租稅協定第二十六條規定，設於一方領域之營運總部、協調中心或類似企業體居住者，其對該一方領域外之集團公司提供行政服務或其他支援，所取得源自該一方領域外之所得，除適用該一方領域通常採用之消除雙重課稅之方法外，如依該一方領域之法律規定，其所負擔之租稅遠低於在該一方領域內經營類似活動之所得所負擔之租稅，或遠低於對該一方領域內經營業務之集團公司提供行政協助或其他支援所取得之所得所負擔之租稅，則該一方領域之營運總部、協調中心或類似之企業個體之所得及其分配之股利，不得享有本協定之免稅或減稅利益。因此上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有關營運總部之租稅優惠，於面臨中瑞租稅協定之利益限制條款規定下，其營運總部取得瑞典之關係企業之管理服務或研究開發之所得、權利金所得及投資收益及處分利益，雖可依該條例免稅，惟該關係企業給付上開所得時卻不得享有租稅協定之減稅及免稅利益，必須回歸瑞典國內法適用較高之稅率，同時營運總部將該所得作股利分配時，亦不得適用協定之優惠稅率（10%）。換言之，上開營運總部之租稅優惠形同中瑞租稅協定利益限制條款所局部或全部抵銷，故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於民國九十八年底實施期滿時，似不宜延長實施。

類似情形尚有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十三條規定，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除對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法人、政府機構或金融機構授信之所得，除應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外，其境外業務之所得均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依上述我與瑞典之租稅協定利益限制條款規定，若我方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授信與瑞方之公司取得之利息，即不能享有優惠之利息扣繳率（10%），抵銷局部或全部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所得免稅之優惠，如此一來，如透過非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ㄧ般金融機構貸放之利息享有優惠之稅率，兩相比較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即不再有競爭優勢。從以上之分析，為爭取我國競爭優勢之租稅減免規定，於租稅協定之利益限制條款下，即不能發揮該優勢，根本之計，我國能與國際租稅發展趨勢接軌，故建議有關租稅減免規定似應審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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